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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导论：舆论研究的碎片状态

本书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形成政治偏好的扩展性论证。1它旨在展示新闻和政治观点如何通过大众传播，个人如何根据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和其他既有倾向来评估这些信息，以及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反应转化为在大众调查和选举中的投票决定的态度表达。

本书的论证也同样适用于公众政治行为中的一系列非常广泛的问题，其中包括：种族和政治宽容，对美国介入海外战争的支持，在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和总统初选中的投票，总统的声望，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对经济状况的判断。

论证中的动态元素，即所谓的可动部件，是公共事务信息在大众媒体上的报道。这种报道可能包含表面上客观的新闻报道、党派争论、电视新闻会议，或者甚至像竞选运动中的付费广告。对于公共舆论的形成，要紧的是对角逐中的各政治立场的媒体关注的相对平衡和总体把握。

尽管本书在许多案例中论述的是政治偏好的形成，但它仍然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其目的是尽最大可能在一个有黏聚力的理论体系中整合公共舆论的动力机制。

实现这种整合所必需的观点很少，而且简单得惊人。首先是大众对政治的关注习惯不同，因此他们在媒体中接触到的政治信息和政治争论也不同。其次是人们对所遭遇到的诸多争论，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所熟知的政治事务的争论作出批判性的反应。a

再次是大众通常不会对民意测验专家可能调查的每一个议题都有固定不变的态度；而是当他们面对每一个新议题时，会立刻构建“意见陈述”（opinion

statements）。最后是在构建自己的意见陈述时，出于某种原因，人们最大限度地使用那些对他们而言最为凸显的想法——用泰勒和菲斯克（Taylor and

Fiske，1978）的用语来说，就是在“头顶上”（top of the head）的想法。

一旦这些基本观点被适当地组织起来，并且一定程度上被形式化，那么在政治行为领域对许多特定域的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区分的需要就会消失，2甚至对投票选择和对问卷中对立选项的选择之间的区分也不再需要了。每个“域”可以简单地被视为另一种脉络，在这种脉络下，公众根据接触到的并发现可以接受的观点形成他们的回答。一些主要的方法论问题，与对关于公众信念系统的本质的讨论一样，也有效地涵盖在这个模型中。

对研究发现的整合的努力在公共舆论领域中是罕见的，只有极少数的例外，总趋势是朝着另一个方向——特定域的概念和区分——在倍增。因此，分析家通常把解释总统选举投票与国会选举投票分开，把种族宽容与政治宽容分开，把外交政策的态度和所有其他态度分开，等等。某些一般课题，如政治态度的变化，通常只在特定的实质性议题的文中讨论，如“议程设置”（agenda举

setting）或总统的声望，所以目前很少有关于在公共舆论领域的态度变化的一般文献。但是，其他的一般课题，如政治态度的本质，通常只在专门文献中讨论。

所有这些专门化的结果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发展成为相互之间极少交流的孤立的次级文献的集合。所以，我们对特定的因变量的细节的了解远多于对横跨多个研究域的理论机制的了解。

尽管如此，理论整合的潜力还是很大的。政治意识（political awareness）和政治价值观(political

values)，两种类型的个体层次上的变量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是重要的；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要展示的，它们在各个领域都有着本质上相同的作用。我们将会看到，公共舆论变化似乎在其发生的任何情况下都遵循着同样的原则。粗略的证据表明，精英话语在各种各样的议题上对公共舆论有着同样重大的影响。最后，人们选择对立的政策法规的过程显示出与如何在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类似的现象。因此，当前围绕着诸多特定的因变量来组织几乎所有的公共舆论研究的做法似乎没有很强的理由，本书试图改变这种做法。

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观察到的，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常常有整合上的漏洞。我的理论也不例外。尤其是，我在本书所获得的幅度和一般性是以很强的前提假设和一些重大的简单化为代价的。在这一点上没有选择。任何公共舆论的研究，或者其他任何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如果要严肃地考虑到每个可能的影响途径和每个所提及的概念区别的话，那么这些研究也只能提供对这些现象的描述性解释。涵盖宽泛的社会理论和很牢固的结果要求强大的前提假设和重大的简化，并且装成不需要这样做，则是荒谬可笑的。

这种方法论的立场会符合某些读者的口味，3但也令其他人感觉不舒服。对于那些对我的方法取向表示怀疑的人，我要说两点：第一，试图对主要经验上规则性的东西描绘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公共舆论领域长久以来就没有实现，并且没有做前提假设和简化的许可，这种理论也是不可能的。第二，我并不讳言我做的简单化处理，而且，我将不仅通过毫不掩饰的陈述强调它们，还要清晰表明为什么它们要被质疑。为了避免混淆和表现得唠叨不休，我将不会在同一个段落里批评我的论断，而是把大多数的自我批评放在其后面的某章。但是自我批评一定会有的。有怀疑的读者，可以自己衡量，然后决定我的研究结果是否值这个价。

为了尽可能清楚地、一般性地表述我的论证，我将有限地使用形式的和统计学的模型。尽管这样，本书在技术方面和多数公共舆论研究一样富有专门性，仅比某些研究少些。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作者的口味和有限的技术能力。仅有一章（第9章），对读者来说，要领会大量的数学论证是重要的；尽管如此，即使省略数学部分，也不会漏掉该章的要点。

就本书的学科取向说几句大概也会对读者有所帮助。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个人如何把政治信息和争论转变成政治观点。这样，本书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就像将会看到的，本书也会大量利用心理学家发展出来的观点和论据。然而，本书还是更接近于政治科学，而不是心理学。一个表面的特点就是，本书避免使用技术性的心理学术语，而是倾向于使用来自日常政治语言的术语。因此，在公众如何组织政治信息的模型里，基本的术语将不是“图式”（schema）而是“考虑事项”（consideration）。学科取向的一个更重要的标示是，与某些政治心理学研究相比，本书极为注重公众态度的社会来源——尤其是精英话语中信息的可达性——而不是注重人们头脑和心里对感知到的世界的自发的运转思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本书仅限于那些在典型的公共舆论调查中易于检验的观点。我将把那些只能在心理学实验室里才能有效验证的现象，甚至那些确实存在的并在实验室之外有影响的现象留给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这种取向并不排除做某些实验，假如这些实验可以在典型的调查环境下做的话。同样也不排除那些产生于心理学实验室并有着对公众调查可检验的推论的观点，比如麦奎尔（McGuire，1969)的态度变化理论。所以，特别是实验心理学家，需要提醒他们的是，4我的论断可能会比他们根据他们可获得的那种数据所感受到的更简单，甚至极度简单。

用一个不同的说法，作为一个公共舆论的分析人员，我并不关注那些尽可能地接近人们信息加工的错综复杂的发展模型，而是关注使用尽可能少的外在的理论工具来抓住信息加工的那些方面，即对理解关于主要议题的公共舆论的动力机制有显而易见的作用的方面，就像公共舆论研究通常所测量的那样。

因为本书的中心关注的是公众如何利用来自大众媒体的信息形成政治偏好，所以本书实质上也与大众传播的核心关注的东西有部分相同。如果如同通常所作的，大众传播的宽泛的定义包括公共舆论的本质，那么相同的部分则更多。可是，我没有看到在我的对这些关注的一般取向与传播领域的取向之间有任何重要的不同。

本书强调一般性的一个后果是其组织方式有些不寻常。不是对每个实质性的领域——外交政策态度、国内政策态度、总统选举、国会选举等——都有专章，本书是围绕着更为一般的理论问题组织起来的：人们如何回答调查问题、态度变化如何发生、对立的大众传播不平等的强度的影响等等。

这种组织方式证明有着巨大的实际优势。不同类型的数据从不同的实质领域搜集来，某些数据对那些从其他领域可以或者可能获得的数据中不能回答的问题有平衡作用。从1978年国会选举获得的数据对于本书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包含了同一的和高度细节的态度测量，这些测量形成于数十个独立的政治竞选运动。一旦在投票中候选人之间的选择与在通常的态度调查中的回答选项之间的选择如何之像这一点变得清楚了，那么这些国会选举数据对于展示一般意义上的偏好形成的动力机制就变得极为有用了。

本书的论证是这样展开的：第2、3章介绍本书的主要理论概念和基于这些概念的一个简单模型，其他章节则集中于从该模型抽出来的推论并用可获得的数据来检验它们。

第4、5章处理的是政治态度的本质——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人是如何把头脑中的观念转化为对封闭式问卷调查问题的回答。第6章转向人们的态度的实质内容，用以展示精英意见领导力、对精英暗示的注意的个人层次，以及个人政治价值观差异之间的互相作用是如何影响意见陈述的。然而，第6章仅仅处理那些意见的静态分布，比如通常所观察到的一次性的意见调查。从第7章到第10章，5关注点则转向态度变化，对第6章所用的论证发展出一个动态构想。在这些章节中，可能的困难源自，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恰当数据，它们要在许多不同的议题域中进行检验，从一个议题到另一个议题（从种族到总统声望到对国民经济表现的判断到对朝鲜战争的支持）。因此，本书的这一部分看上去似乎有些脱节。可是，我希望，当他们检验越发复杂的关于公众如何对强度或者“音量”（loudness）不同的竞争性传播的观点进行反应的时候，这些内容有一个互补性的统一理论。第9、10章是关于模型的充分检验：第9章分析了1964到1970年间对越南战争的大众态度的演变；第10章则检验了在竞争性选举中（总统、参议院、众议院选举以及总统初选）候选人偏好的形成。尽管这两个案例似乎很不同，但是在每个案例中的态度形成和变化的动力机制似乎完全一样。

在从第2章到第10章对核心论点进行了呈现之后，我将用最后两章来做结论。第11章评估本书模型的优势和弱点，建议一些修正和延展，以及说明未来理论可能的形式。第12章是一个结尾，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本书其他部分，它阐明了美国政治信息系统的组成元素是如何与本书前几章描绘的态度形成模型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我还要对数据的来源说几句。本书中所有的实证分析都基于那些数据，即可以通过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和政治研究大学间联合体（Th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以下简称ICPSR）获得的数据。在阐明我的研究结果的时候，我会尽力说明我是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的，以便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核查。

用得最多的数据库来自由CPS和过去几年里NES督导委员会主持的选举研究。我尤其倚重使用的是1986年的NES选举调查和1987年的NES探索性研究，后者回访了大约450个1986年的受访者。侥幸的是，1986年和1987年的研究收集了我所能找到的关于态度变化的最有趣的案例中的两个；有意而为的是，它们也对政治态度的微观基础做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包括对里根总统工作表现的评价，该评价经历了极大的变化。没有1987年的探索性研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本书的实证基础。我总计使用了23个CPS/NES数据库和ICPSR收录的24个（关于巴西的态度研究）数据库。





第2章 信息、既有倾向和舆论

每个意见都是信息和既有倾向相结合的产物：6信息使给定议题在头脑中形成图像，既有倾向促使得出对该议题的某些结论。本书的中心目的是，试图在诸多议题上展示精英话语携载的信息的差异，包括对这些信息的在注意上的个人差异，以及在共同决定公共舆论的结构轮廓的政治价值观和其他既有倾向上的个人差异。因此，本书最关键的就是探讨信息、既有倾向和舆论（opinion）“opinion”的翻译，在个人层次上译为“意见”或者“观点”，在公众群体层次上译为“舆论”。——译者注之间的关系。

本章将介绍和定义一些关键术语，检讨一些有关研究的批判性问题，以及以探索性的方式展示它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并借此表明从本书第3章开始的更为技术性的核心内容背后的直觉性东西。





信息和精英话语

一定程度上，虽然极少人会喜欢，但不可避免的是，作为庞大社会里的公民，我们要依靠那些我们看不见的，而且通常也不了解的他人，来取得关于我们所生活其中的更广大世界的多数信息。正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e

Lippmann）在其经典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1922/1946：p59）里所写的：

我们每个人都在地球上的有限范围里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小圈子里活动，并且在这个小圈子中，也仅仅拥有几个亲密的关系。对于任何一个影响广泛的公共事件，我们所看到的最多也只是一些时段和方面的情况……不可避免地，我们的舆论涵盖了比我们可以直接观察的要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段和更多的事情。因此，来自他人的报道和我们可以想象的信息需要被拼凑在一起。

这里的“他人”就是我们为获取世界信息所直接或间接依赖的人。通常那些全职献身于政治或者公共事务的某些方面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精英，他们包括政治家、高层政府官员、新闻记者、某些积极活动分子，以及诸种类型的行家和政策专家。即使我们可以从朋友或者家人那里获得关于公共事务的某些方面，我们也常常是观点的二手消费者，因为这些观点来自更为遥远的某类精英人士。

到达公众的信息从7不会是重要事件及其发展的全面记录，而是经过了基于某种既定观念的精心筛选的信息。即使不这样，也是很难做到全面记录的。但是即便可以做到全面记录，公众也很少愿意对个人经历之外的广大世界的信息保持密切关注。新闻表达的要求是：短小、简单和高度主题化——一个词，即刻板架构的（stereotyped）。因此，道里斯·格瑞伯(Doris倾

Graber，1984)在一项关于公民如何检测新闻的详细抽样研究中发现，这些公民“常常抱怨（电视）新闻过于简单化的处理……”然而：

当特定新闻节目和报纸特写报道提供了一个小的机会，可以对这些议题有更为广泛的了解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去抓住。通常而言，（民众）并不认真地阅读和研究报纸和新闻杂志上关于选举和其他新闻的更为详细的报道。大量的具体事实和统计被一致地认为是枯燥的、令人迷惑的以及过度细节化的……（p105）

对于公众形成对复杂的远距离事件的理解过程，李普曼大概依然是最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家。在《公众舆论》一书中，作者专门用一大部分写新闻刻板架构（stereotypes），或者我们今日常常说的参照框架。在一段清晰易懂的文章里，他描述了辛克莱尔·刘易斯(Sinclair喜

Lewis)的小说《大街》（Main Street）里的一个人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的感知：

戈弗草原（Gopher Prairie）上的谢尔文（Sherwin）小姐意识到了，战争正在法国激烈进行。于是，她试图去想象它是什么样子的。她从未去过法国，确切地说，她也从未到过现在的战斗前线。她有一些法国和德国士兵的照片，但是对于她来说，去想象300万人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想象他们，专家们也没有尝试过，而只是把他们看作200个师。但是，谢尔文小姐买不到战斗地图，如果她要想象这场战争，她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霞飞（Joffre）霞飞，一战时法国著名将领。——译者注和恺撒（the的

Kaiser）这里指德皇威廉二世。——译者注身上，好像是这两个人在打。如果你看到她用她的头脑之眼看到的东西，这个想象画面的构成同一个18世纪的大兵雕像大概没有什么不同。他坚毅镇静地站在那里，比真人还要大，还有幻想的军队，他们以小小身躯组成的队伍的形式蜿蜒迈向远处。（p8）

就像谢尔文小姐借助于18世纪的雕像来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揭示的场面一样，李普曼怀疑个人也能够独自创造出刻板架构和其他的象征性表达——“我们头脑中的画面”——来理解或远或近的事件。而且：在这个纷杂喧闹的外部世界里，我们挑选出我们的文化已经为我们定义好的东西，并且我们倾向于感知那些以我们的文化所赋予我们的刻板构架的形式挑选出的方面。（p61）

李普曼所指的刻板架构，许多都是文化的持久性特征——腐败的政客、工人罢工、选举竞争、自耕农。但是因为社会总在不断地产生新的议题，许多刻板架构都是新近创造的。例如，研究表明，关于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泛Rights Amendment）的争论、8不分性别的单间公厕和关于女兵的刻板架构就成了好争辩的积极活动分子们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需要的反映（Mansbridge，1986）。卢克（Luker，1984）也作了类似的研究，是关于堕胎方面的活动家们的不同世界观上两派标签（支持选择派和支持生命派）的起源的。近年来出现的一个强大的刻板架构是关于“无家可归者”的。像这样的刻板架构对于公众保持获知信息的过程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决定了那些公众所想象的变成所知的方面，而且反过来又决定了人们是如何在政治议题上站队的（Edelman，1964；Bennett，1980；Gamson原

and Modigliani，1987；Kinder and Sanders，1990）。

虽然在形塑公众对那些“摸不着，看不到，想不出”（Lippmann，1922/1964：p21）的事件理解方面，文化上给定的和精英供应的刻板架构会最为有力，甚至对于那些人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也是重要的。例如，利用实验证据认为电视新闻是集中于个人贫困的“零星的”案例，还是引发贫困的大社会的条件，会影响到公众指责贫困时的归因，从而影响到他们的支持消除贫困的项目的意愿。

关于新闻刻板架构，或者参照框架的最根本的问题大概在于公众是否被给定对这些框架的选择——是否允许对议题是什么在不同的看法之间选择。因为没有这种选择，公众除了听从精英们对应该做什么达成的共识之外，也做不了什么。比如，在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早期，提供给公众的对该战争的思考方式只有一个，也就是为了通过“遏制共产主义”来“保护自由”的斗争。甚至批评政府政策的新闻报道也在这样一个框架里进行，并以赢得战争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为前提（Halberstam，1979；Hallin，1986）。在此期间，公众强烈地支持美国介入战争，而且那些受大众传媒轰炸最厉害的公众也对“官方路线”（official们

line）最为支持。

然而，在战争的后期，记者开始提供那些不同的信息，表明本质上这场战争是越南两派之间的内战，两派对美国安全利益都不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而且大概也不可能取胜。虽然隐含性地支持战争的报道还在继续，但是不再具有几乎垄断性的地位。就像在第9章里我将展示的，由于这种媒体报道的变化，公众对越战的支持被极大地削弱。而且，对大众传媒接触程度与对战争的支持不再具有联系，而与反映政治话语分歧的舆论的两极化有了联系。一般公众中关注政治的自由派倾向于站在由精英传统上认为自由的立场，而关注政治的保守派则走向保守的舆论领袖一边。

所以，当精英们支持一个应该做什么的清晰蓝图的时候，公众也倾向于从这个视角看这些事件，9即大多数关注政治的公众最可能采取精英的立场。当精英产生分歧的时候，公众成员也倾向于跟从那些和他们共享一般意识形态或者党派既有倾向的精英，这些公众成员的分歧也就最明显地反映了精英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这些关于精英话语的影响的论断，是本书将要展示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这很明显是强有力的。通过进一步预测性检验，我将20世纪里

美国种族态度的演变做一个概述。我要郑重地强调，我综述这一敏感课题的目的不是要说明我的观点的最后正确性，而仅仅是为了尽可能清楚地表明后面各章的更为具体的论断背后的一般性洞见。





精英话语和种族态度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是一个极强的种族主义社会。这种种族主义不仅存在于南方各州的等级结构和到处可见的歧视中，而且存在于教导精英和大众思考种族议题的政治观念中。尽管有些主流精英对此种族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仅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实际上，所有的白人精英都接受了其他族群是劣等族群的某些观念（Fredrickson，1971）。详述这些观念既无趣也不必要，但是有一点对我要做的论断很重要。关于黑人——实际上，大多数非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包括亚洲人、南欧和东欧人，以及犹太人——的这些种族主义观念得到了当时的生物和心理科学的支持。因此，种族主义观念不仅仅存在于那些极端分子或者落后地区人们中间，而且在白人中坚知识分子和其他白人中间一样普遍存在。给定这种精英态度的模式，任何动员白人支持黑人平等的企图，不管是由黑人自己还是白人中的同情人士发动的，都注定要失败。

然而，到了1930年，政治精英们的态度似乎开始变化。在这一年，胡佛总统提名的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帕克（John

Parker）到最高法院任职遭到拒绝，主要原因是帕克在10年前的演讲中曾说：“‘黑鬼’（the

Negro）作为一个阶级没有进入政治的愿望”和“‘黑鬼’参与政治对于黑白两个种族而言都是邪恶和危险之源。”（引自Kluger，1975：p142）仅仅一个关于种族主义的演说，而且是那种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很常见的演说，竟然成了参议院驳回最高法院提名的根据，这表明种族议题上的态度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尽管如此，种族在1930年代明显还不是一个公众议题（Sheatsley，1966：p217）。而且，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44)在其大规模的美国种族关系调研中发现，不管是黑人的物质条件还是他们所面临的歧视程度，10在1940年和美国国内战争刚结束之时都没有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的改进只是因为一些黑人移居到北方，在那里状况可能要好些。然而，缪尔达尔坚持认为，一个时期的种族上的进展就在面前。美国白人深深坚信平等的信条，并且认识到黑人要求平等是正义的。所以，他认为，白人反对种族平等的日子即将结束。

因此，就缪尔达尔的证明是极有先见性的解释而言，白人态度的变化在黑人实际状况上的任何变化之前。那么，是什么带来态度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想象有许多的可能性，可是缪尔达尔在纯粹智识发展中找到了解释。

早在1920年，科学家们普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某些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但后来的研究却不支持这种观点。在科学思想上的变化程度可以通过下面两段来自曾经是种族研究的主流权威卡尔·布里格姆（Carl局

Brigham）的著作来说明。在1923年，布里格姆在他的《美国人智力的研究》（Study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一书中做出结论，直白地宣称：“我们北欧人群体在智力上要比阿尔卑斯山人、地中海高加索人和黑人优越已经得到证明。”（p192）然而，仅7年之后，在他发表的关于一些后续研究的评论中，布里格姆感到的压力迫使他撤回他的结论。在论文的最后，他这样写道：

这篇评论总结了某些最近的测验发现，表明现有的测验并没有做不同国家和族群的比较研究，并且表明，尤其是这些比较研究中最狂妄中的一个——作者自己的——没有根基。（Brigham，1930：p165）

回顾这些以及其他研究，缪尔达尔写道：“在过去的50多年里，不少的社会和生物科学家逐渐地迫使受过教育的人放弃某些更为明显的生物学上的错误。”（p92）正如德格勒（Degler,1991)所展示的，在1920年代变化中的有关种族的科学理论是非常大的且脱离人类行为的生物学解释的科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德格勒(Degler,1991)还做出了有趣的论断，即最新研究的实践者在意识形态驱动下，以某种意义非理性地投入到可以击败种族理论的研究之中。这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德格勒没有说，在研究中出现了欺骗或不诚实行为，他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去表明，决定接受这些研究的大批科学家的动机来自他们自己的事实判断之外。

随着早期种族低劣理论在智识上的失败，心理学家开始把研究转移到现在所称的白人偏见的污蔑效应对黑人的影响，以及各式各样的精神错乱和教育失效的种族偏见的起源上来（Allport，1954）。就我所知，白人偏见的存在可能是由于——至少部分地——前几十年的种族精英话语没有被给予严肃的考虑。

这样的结果是，用来解释物质条件上的种族差异的刻板印象经历了一个巨大变化。直到大约1930年，这些刻板印象还在强调种族低劣作为不平等的原因。但从那之后，11精英话语的主导倾向开始把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努力的失败，或者在自由民主分子那里，归因于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结果。但此时，精英话语上一个更为深远的转变还是很难想象的。

由于直到1930年代后期都缺乏民调数据，在精英话语上这一革命对公共舆论的影响也就不能够被充分地描述。但是，关于公共舆论有三点是相当清楚的。第一，存在一个大转变，即种族平等原则开始得到更多的白人公众支持。虽然这一转变并没有达到许多人希望的范围，最明显地，白人曾抵制政府与歧视作斗争，并反对弥补过去的歧视造成的后果。某些人对平等的信念的那份真诚也并非无可置疑。但是，大转变的事实是很难否认的（Schuman，Steeh的and Bobo，1985）。例如，在1944年的调查中，仅有45%的白人说黑人“应该和白人拥有同样的获得工作的机会”，而到了197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7%。同样，说“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应该同校”而不是分校的数字也从1942年的32%上升到1982年的90%。这些转变也许开始于1940年代早期的关于种族的首次民意调查，或者这些转变那时候已经在发生。总之，大众态度的转变几乎与精英态度的转变同步。

第二，接触关于种族的精英话语最多的人，既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最可能支持构成现代精英话语关于种族共识的那些观点的人。因此，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尤其不可能支持平权行动或者更有争议的与不平等作斗争的努力，比如校车方案就没有得到精英的一致支持。但是他们却表现出了对平等原则不成比例的支持，以及对那些抵制歧视的努力，比如，反对餐馆分离和交通系统分离的联邦法律，都得到了主流精英的支持（Allport，1954；Schuman族

et al，1985）。因此，恰如前面描述的越战案例，受精英话语影响会提高他们对这些精英话语中的观点的支持。（在第8章里，我会进一步证明接触精英话语的种族自由化影响。）

第三，公众对种族议题上党派精英的暗示是有反应的。这一点的证据多数来自卡迈恩斯和斯廷森（Carmines and

Stimson，1989)的一篇文章，虽然这篇文章在一些细节上还需要商榷。

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早期，精英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没有在种族议题上表现出党派分歧。民主党是许多主要的种族自由人士的老家，最明显的是休伯特·H·汉弗莱（Hubert到

HHumphrey），他在杜鲁门总统的领导下，想急迫取得有关黑人平等的度量，尤其是在军队里。然而，种族上保守的南方人在民主党内依然是一个主要力量。同时，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虽然不是种族议题上的斗士，12却任命种族上的自由人士伊尔·沃伦（Earl0

Warren）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并使用联邦军队去执行其里程碑式的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决定。最后，尽管存在像汉弗莱这样的杰出民主自由人士造成的这种印象，但共和党国会议员在种族议题上比民主党更自由，如图2—1所示。如卡迈恩斯和斯廷森所说，这种缺乏明显差异的领导线索的结果，导致在一般公众眼里，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种族议题上没有差别。

图2—11945—1980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种族自由主义量表上的分值。

资料来源：Carmines and Stimson，1989。

然而，从1963年后期开始，民主党克服了南方人的阻挠，走出了作为种族自由主义党派的一步，同时，共和党变成种族上更为保守的党派。因此，林登·约翰逊总统作为其党派的名义领导人，在国会里施压并使得主要的民权法案议案得以通过，然而，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意

Goldwater）——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变成了这一议案的最主要反对者。国会对种族议题投票也开始紧密地沿着民主党—共和党党派路线进行（见图2—1的上部分）。

在党派领导线索上这一变化的13影响在图2—1的下部分是明显的。普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1964年开始表现出在种族议题上的两极化——似乎就是党派领导线索结构上突然变化的结果。事实上，卡迈恩斯和斯廷森精

(Carmines and Stimson,1989)发现，关于种族的大众层次的党派两极化最早的证据来自1963年11月的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调查就在约翰·肯尼迪总统宣布支持某一主要民权法案之后。

然而，这些结果也有模糊性。沿着党派路线的大众两极化源自党派忠诚的改组，种族自由人士都聚集到民主党，种族保守人士都到了共和党这一边。这是党派转换（party

conversion）论断。或者，两极化源自观点转换，也即民主党人在种族议题上变得更为自由，而共和党人变得更为保守。这是观点领导（opinion

leadership）论断。尽管卡迈恩斯和斯廷森没有试图分析出这些竞争性的可能性，但似乎两者都发挥了作用。皮特罗西克（Petrocik,1989)认为，从1964年开始，民主党失去了南方白人的支持，却获得了黑人的支持，这表明党派忠诚沿着既有的种族观点进行了重新洗牌。格柏和杰克逊（Gerber士and Jackson，1990）也认为，许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也根据新的党派领导线索改变了他们的种族观点，而这也预示了大众对精英观点领导的反应。格柏和杰克逊（Gerber共

and Jackson,1990）报告了对越战的观点领导的可比证据。富兰克林和柯沙基（Franklin and

Kosaki，1989)认为，关于堕胎态度的强烈的大众两极化紧随1973年高等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之后。

就本书的目的而言，后一种现象更为重要。如果精英提示线索可以改变种族观点——这看上去是对公共舆论的深层感受，那么他们也同样可以影响其他大多数的舆论。





精英话语的概念化和测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精英话语携带的政治信息从来不是单纯的。各种类型的精英人士试图以一种足够简单和形象以至普通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描述事实。这种“信息”只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的信息，也就是说，这些信息是由那些假定为就是抓住那些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中最重要的，并以合适的视角传递的东西所构成。但是，它们从不会“仅仅是信息”（just线

information），因为这些信息不可避免地带有选择性，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刻板架构里，从而只强调了正在发生事情的某些部分。

结果，对某个给定议题上的公共舆论，很少可以看作对场景事实的直接反应。甚至在某些民众可以直接体验的议题上，比如贫穷、同性恋、种族不平等，也容易受到各种不同理解的影响。这种影响取决于事实是如何构造或者架构的，以及党派精英们与某个立场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很难不同意李普曼的观察：14

正统理论认为，公众舆论是由一组事实的道德判断构成……（更为合理的应该是）……公众舆论首先是对事实进行道德化和编码之后的版本。（Lippmann,1922/1946：p93）

因此，正如我会经常用到的，我在本书中所指的“精英话语携带的关于政治的信息”，就是指那些刻板架构、参照框架和精英导向线索，这些可以使民众有能力对那些超出全面的个人理解的事件形成概念，更重要的是，形成观点。本书的目的就是展示精英话语的变异是如何影响公共舆论的方向和组织的。

然而，在本书中精英话语的概念可以精确到能够全面测量和检验。为了指明我的立论所适合的更大的图景和承认精英话语是比我将要做的简单测量更复杂的现象，我已对此做了描述。我的测量相当简单和具体。我常常仅做一个二分测量——在给定议题上是否存在一块铁板似的精英观点，以及对此应该如何处理，或者就该议题是否存在多个重要的精英分歧进行检验（特别是第6章）。在其他的几种情况下，我将决定相对立的精英传播的相对强度，以及相对强度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在这些情况下，我将计算关于给定议题的媒体报道的数量，以及每个报道倾向于推动的舆论方向。

可是，像许多研究已表明的那样，即使是简单报道的数量也足以表明精英话语与公共舆论之间的紧密关系（Erbring，Goldenberg and Miller，1980；MacKuen，1984；Page，Shapiro and Dempsey，1987；Fan，1988；Page and

Shapiro，in press；Brody，1991）。并且，读者将会看到，它们对实现本书的目的也同样已经足够。

通过举例证明的方法，让我来简要地描述一下有关美国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早期的国防开支议题的新闻报道的变化，及其在公共舆论上产生的相关的变化。

《新闻周刊》（Newsweek）在1980年10月27日一期的封面的头条是“美国足够强大吗？”，里面的报道是这样开始的：

美国在和平时期很少为战争的讨论困扰，多关注的是国家付担不起的问题。陆军参谋长爱德华·C·迈耶（Edward

CMeyer）将军公开抱怨他带管的是“中空的部队”——人员配备不足、训练不够以及资金短缺。空军参谋长卢·阿伦（Lew Allen）将军警告道，他的飞机缺少在任何持续的战斗中指挥空战的必要的备用部件。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托马斯·B·黑瓦德（Thomas

BHayward）抗议道，他有三大海的任务而只有一个半海的海军。并且1960年总统竞选运动的导弹力量差距产生的恐慌，第一次让人感到美国国防下滑得如此之糟以至于国家好像没有能力保护其海外利益，或者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了。

在该杂志描述吉米15·卡特和罗纳德·里根总统（里根是卡特在秋季竞选中的共和党对手）对情况不适当的反应之后，报道继续写道：

毫无疑问，美国的国防姿态不是其能有的或者应该有的。大量军队装备已经老化到了过时的程度——甚至关键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和B52轰炸机为了保持竞争力，都需要持续的和昂贵的维修。火箭发射成本破坏了其服务能力和他们的培训努力。低度支付、船员的海上任务和士兵与空军海外战线的拉长，造成了大量有经验的士官的流失，可他们是战斗力的核心。所有这些难题都引起了对于美国军队应付危机和执行战斗能力的合理的怀疑。

这类报道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早期不是不正常。据我计算，在1980年竞选之前的24个月里，《新闻周刊》刊登了57个或多或少都直接和国防开支有关的报道，其中的46个全心地或者主导性地支持更多的国防开支。

然而，支持开支的姿态并不是《新闻周刊》报道国防议题的一贯特征。随着新的里根政府开始增加国防开支，对该议题的精英讨论——最明显的是以众议院议员反对的形式，认为国防开支在挤压社会开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并且在这个变化中，《新闻周刊》的报道表现出与此前极为不同的特征。此时，该杂志充满了关于数百万美元超支、600美元的空军螺丝刀以及其他显示五角大楼管理不善的信息的报道。这样，军队在公众中的形象不再是破旧衰退的，而是臃肿浪费的。因此，在1980年选举之后的24个月里，有60个关于国防开支的报道，其中40个显示出反对国防开支的姿态。所以，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报道从以4∶1支持更多的国防开支变化到以2∶1支持缩减开支。

关于国防开支的公共舆论随着媒体报道的上述转移而变化。到越战结束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应该缩减国防开支。到1975年后期，只有大约10%的人认为国防上花的钱太少了。但是，作为对上面描述的支持国防的稳定潮流的反应，1970年代后期，对国防开支的支持率又开始稳定地上升，以至于到1981年的早期，大多数美国人又感到国防开支“太少了”。于是，新闻媒体开始报道大量的反对国防开支的信息，在一年的时间里，增加国防开支的支持率下降了超过30个百分点，进而使公共舆论倾向于反对增加国防开支。与精英话语携载的信息的明显转变相联系的公共舆论的这种变化，是本书分析的核心，尤其是在本书的后半部分。

这一部分已经表明了精英话语为什么以及如何16影响公共舆论的观点。下一部分将更多地考虑公众中哪些成员对精英影响最为敏感，或最容易受其影响。





公众对精英话语的关注

虽然用唐斯（Downs，1957）贴切的用语来说，多数美国人在理性上都是无视政治的，但是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公众中有少数但很重要的人非常关注政治，并精于此道。这些人能够一见面就认出美国重要的参议员，能够准确地描述出每天主要的新闻报道，并追踪在华盛顿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首都发生的主要事件。因此，他们大量地接触了关于政治的精英话语。

任何企图度量这些高度熟谙政治的少数人的绝对规模的尝试本质上都是主观臆断的（不过仍可参见Bennett，1989；Smith，1989；Delli Carpini and Keeter，in press）。然而，显示规模的一个标志是，当一个NES调查的受访者被要求尽可能多地说出他们记住的美国高等法院成员的时候，大约19%的公众能够说出其成员的半数，能做到这样的人员中是不成比例的律师或者教育工作者。在1966年NES调查的1表

500名受访者中，没有人能够说出所有的9名法官。研究显示，美国人中几乎没有非常熟悉政府运作的。（可以做个对比，推测成人中能够说出五名或者以上他们本市的主要联盟棒球队球员的百分数是很有趣的；几乎可以肯定，数字超过19%。）

在关注谱系的另一端是个庞大的人群，他们几乎没有关于政治的当下信息。比如，1986年后期，当乔治·布什作为美国副总统在通往第二任的半路时，24%的一般公众要么识别不出他的名字，要么不能说出他任何职。1986年NES调查。这些人对民意测验员通常让他们表达观点的替代政策仅仅有极为模糊的看法，他们的这些看法也常常较少受到精英话语的影响。

当然，多数人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纽曼（Neuman，1986)试图在一般公众意识的分布上做得比我更为精确（更多信息可参见Tichenor，Donohue and

Olien，1970；Delli Carpini and Keeter，in press；Bennett，1989；Just，Neuman and

Crigler，1989）。大概大部分人从市民责任和政治的娱乐价值的结合中，对公共事务会给以足够的关注和了解。但即便这样，还是容易低估一般的美国人对即使是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多么无知——以及对他们所了解的东西遗忘得如此之快。例如，1989年的春天，众议院发言人詹姆斯·赖特（James贴

Wright）在丑闻指控中辞去了职位。17这在美国历史上是首次发生。媒体在数月内大肆报道。然而，在赖特辞职三个星期后，当一项全国抽样调查询问这件事的时候，仅有45%的人能够说出辞职的某个原因——甚至至多只是提及丑闻或者坏事。再举一个例子：1989年的初夏，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一个关于妇女堕胎权利的韦伯斯特诉生殖健康服务案的重要判决。支持和反对堕胎的积极分子们因为试图向法院施加影响，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作出判决之前，媒体对悬置未决的案子作了大量的新闻报道，而当判决最终宣布的时候，报道非常密集。然而，就在判决之后的调查显示，仅仅大约50%的公众能够对法院如何判案说出个一二来，当这样的调查持续数周之后，这个比例逐渐下降到大约35%（Zaller样and Price，1990）。

那些了解堕胎判决的人明显不是人口中随机的50%：经常关注政治的人远比那些不经常关心政治的人更可能了解堕胎判决。图2—2表明了这一点。调查的受访者按照他们的“政治意识”的一般背景被划分了等级。如果能够在多样的简单事实信息测验中正确地回答问题（诸如哪个政党控制众议院），他们在政治意识上则得高分，否则，在政治意识上得低分。正如从图2—2中看到的，几乎所有非常熟谙政治的人——18曲线上端中在法院判决的头三天里接受访谈的人中的95%——能够在被问到时，说出堕胎案中法院判决中的基本的信息；但是在意识谱系的低端则几乎没有人具有关于该判决的任何信息。

图2—2关于最高法院就韦伯斯特案判决的新闻的扩散的估计。这是基于在法院判决的三天后受访者的估计，其计算基于普雷斯和扎勒（Price and

Zaller,1990）的模型和系数。政治意识是通过关于政治的简单的事实问题来测量的，具体见本书测量附录里的描述。本图中的意识测量的分值范围为-2~2个标准差。

资料来源：1989年NES探索性调查。

关于对政治新闻的不同的关注的数据对于精英话语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对它们的系统解释将是本书的核心任务。

图2—2也显示了那些最赞成妇女堕胎权利的人——尤其是那些说妇女应该有绝对权利决定自己是否堕胎的少数派——比其他人更可能了解法院的判决。可是他们的信息优势是相当有限的。并且，在对判决的意识上，男女没有差别。甚至那些育龄妇女与其他公众在这一议题上的意识也没有差别（Price们and Zaller，1990）。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给那些有疑问的读者足以去思考的空间。他们怀疑，虽然一般人常常对政治所知甚少，但是他们依然试图了解对他们尤为重要的事情。尽管某些这类倾向也会发生，如在康弗斯(Converse,1964)、艾扬格（Iyengar，1990)、德里·卡贝尼和基特（Delli或

Carpini and Keeter，1990)、麦克劳和平尼（McGraw and

Pinney，1990)以及其他研究中所强调的，但是这些倾向似乎并不很大或者很广泛（Price and Zaller，1990）。

于是，关于政治意识，有这样两个要点：（1）不管什么特定的议题，人们在对政治的一般关注上差异很大。（2）信息的总体平均层次很低。更简洁地说，在政治意识上，方差大，平均值总体上低。

这些对于公共舆论的专业学者都很熟悉（Converse，1975；Kinder and

Sears，1985；Luskin，1987；Bennett，1989）。然而，熟悉常常仅止于熟悉而已。多数时候，当学者们试图解释公共舆论和投票选举行为的时候，他们建立模型，隐含地假定所有人都同样准确地了解政治，并因此认为人们主要是在偏好和兴趣上有差异。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建立的模型忽视了政治意识的影响。例外的例子有斯廷森(Stimson,1975)，尼、韦尔巴和皮特罗西克（Nie，Verba出and Petrocik，1976)和相关的批评。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取向的政治科学家们的研究对政治意识给予了更多一些的关注，常常称其为“政治专门知识”（political

expertise）（参见Sniderman，Brody and Tetlock，1991；Kinder and Sanders，1990；and the

1990 volume of essays edited by Krosnick)。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对这种主导性研究实践提供一个矫正法。

给出一个例子来解释为什么这种矫正是必要且有益的。这个例子关注一般意义上与精英话语对公共舆论的影响类似的议题。

近些年来国会选举文献中广为研究的议题之一，是众议院中的现任人员在连任竞选中享有的优势。在过去的30年里，平均获胜差额急剧增长，19结果是多数众议院席位留给了现任者。众议院议员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能够建立一个不管党派考虑的忠于他们的“个人选票”（personal，

vote）。因此，有时候，一个席位会留给某个特定现任者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当现任者退休的时候，该席位迅速变成反对党中某人的留用席位。这一发展给众议院一个独立的立场，这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似乎严重影响了美国国会的绩效（Cain，Ferejohn（

and Fiorina，1987；Jacobson，1991）。

然而，“个人选票”兴起的原因依然有些不清楚。不到半数有资格的选民能够回忆起他们的国会众议员的名字，并且这一数字在现任者变成了留任者（safer）期间也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多数人不能记起(recall)他们现任者的名字，可是80%的人可以认出(recognize)他们。这一发现成了一个主张的基础，即在投票站，当投票人只是被要求认出而不是记起谁在做他们的国会众议员的时候，现任者的许多优势才会体现出来（Mann森

and Wolfinger，1980）。

因此，典型的国会选举在低信息的环境中进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现任者的名字以及可能某些他或者她的履历；其他多数人，仅在有些提示下，才能够认出现任者的名字以及大概模糊地记起该人履历或者背景的一两个事实；还有一些人，对现任者一无所知。

政治意识的这些差别极大地影响了现任者在其选民中间开发“个人选票”的能力——然而，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这却被忽视了。这样的后果是，个人选票的动力机制依然模糊不清。预习一下第10章里更充分展开的论断，对一般政治了解最多的那些人也是最多受到现任者自我推销努力影响的人。然而，作为熟谙政治的人，他们也更有能力评估和批判性地细查他们所遇到的新信息。所以，最终意识水平高的人很少受到现任者的竞选运动的影响。如果他们属于同一党派并与现任者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他们就会支持现任者，而不论他或她的竞选运动是否有声有色。如果他们与现任者的价值观不同，他们就不会支持他或者她，不管他如何努力地搞竞选运动。同时，在意识谱系的低端，对政治几乎不关注的人常常对国会政治知道一点点或者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也相对不受现任者制造个人追随者努力的影响。这样就只有那些具有中等意识水平的人最容易受影响：他们付出足够的注意力来受现任者的哄骗而且缺乏抵制的能力。

所以，人们有时会抛弃自己政党的候选人转而支持现任的其他政党的国会议员，图2—3从这一点上描述了人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与人们的政治意识的关系。数据包括1978年竞选的席位。20我们可以看到，党外人士这里所说的党外人士（outparisans）是指现任者所在党派之外的党派人士，而非独立的无党派人士，相应地，书中所说的党内人士是指与现任者所在党派一致的党派人士，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党派人士。下文同此。——译者注转而投票给现任者的比例在具有中等意识水平的人中明显比处于极端水平的人中（不论是高还是低意识水平）高。图2—3中的个案数目之所以小，有三个原因：第一，在非大选年国会选举中的投票率相对较低，甚至在NES调查的受访者中也如此；第二，数字仅包括那些并不拥有给定国会席位的党派成员；第三，无竞争性和开放的席位角逐被排除了。

图2—3党外人士投票给众议院现任者的情况。关于政治意识测量的描述，参见本书测量附录。

资料来源：1978年NES调查。

注意，正如有些研究者所做的那样，如果有人检查这些数据中的线性关系，那么他不会发现有趣的东西。意识有强大的影响，但是它与投票背叛的关系是非单调的。（说一个关系是非单调的，就是说变量之间的联系是，在自变量的部分范围内是单调递增的，在另一部分则是单调递减的，如图2—3所示。）

国会选举中适用的东西在其他许多领域也同样适用：政治意识对公共舆论和投票行为的许多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常常是显著非线性的。这使得人们很难对其进行探测和建模。

然而，非线性远不是探测政治意识影响的仅有的困难。在刚刚讨论的例子里，我们关心的是单一政治竞选运动的影响，也即国会现任者的竞选运动的影响。很明显，这是对选举政治的高度简化的解释。在大多数的国会选举中，有两个主要的竞选运动，每个都有某种影响到和动员同情人士的能力（虽然现任者几乎总是有更大的能力）。

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大众游说情景。公共舆论有时候是由整体一致且一边倒的精英话语潮流形塑而成。但更经常的是，公共舆论是由多个典型的相互冲突的信息流形塑而成，某些信息流比其他的更强烈，21或者更容易掌握。理解精英话语对偏好形成的影响要求对在协调接触环境中主要选举运动信息中意识的影响进行建模，而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最后一个困难是，正如已经表明的，舆论形成是一个多阶段过程，并且意识可以影响过程的不同部分，而且效果各不相同：政治意识是与同可能改变个人的观点的传播接触的增多相联系的，但是，它也与对新信息的批判反应能力的提高有联系。这两个影响可能是相互交叉的，就像在国会选举案例中一样，最具有政治意识的人虽最受现任者竞选运动的影响，但也最具有抵制力。不过也不必一定如此。有些情况下最有意识的人是公众中最易于被影响到和被说服的，而在其他情况下，那些很不关注政治的人是最易于被说服的。系统地解释这些和其他的政治意识如何影响公共舆论和投票行为的方式将是本书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鉴于政治意识的重要性，我们得暂时岔开话题，来考虑如何最好地对其进行概念化和测量。正如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政治意识意指个人关注政治和理解他或她所遭遇到的事情的程度范围。关注本身是不够的，那些晚餐和几杯小酒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的行为一般并不能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

事实上，政治意识的关键在于对政治传播的吸收。政治意识的意思是相对于情感或情绪参与以及毫不参与公共事务而言，对公共事务的智识或者认知参与。学者们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概念和测量方法来获取这里所说的政治意识。研究文献里的概念包括政治专门知识、认知复杂性、政治涉入、关注度、老练和政治敏锐度。尽管标签的选择大概主要是个人或者学科品位的事情，但是我比他人更偏好“政治意识”这一用语的原因是，这一用语似乎抓住了这里将要介绍的模型的关键过程，也就是个人对于来自政治环境的传播的接收和理解。

学者们也使用不同类型的问题来操作化我所谓的政治意识，包括媒体接触、政治参与、教育以及在政治上自我陈述的兴趣。正如我在测量附录里所主张的，由于理论和经验的原因，政治意识最好通过关于政治的中立的事实信息的简单测验来测量。简而言之，理由就是政治信息的测量比任何其他测量都更能直接地获取真正进入人们头脑中的东西，进而言之，这些东西也正是智识性政治参与的关键。正像前面所表明的，22典型的信息问题会问哪个政党控制众议院。

所以，本书中所用的评估政治意识的信息测验，严格地说是中立性的，或者事实性的。就像前面指出的，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精英话语携载的信息多是非中立性的，也不是严格的事实性的。一篇暗示五角大楼充满丑闻和管理不善的新闻报道，或者一篇关于多数失业者如果他们足够努力去找都能得到工作的总统评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由事实性信息构成，原因在于它们都含有某些简单事实，并且它们真诚地传递了对事实事态所持有的信念。然而，它们却不是中立性的，因为它们已经由于党派的目的而约束在一定的框架内，并且能够被公正的人合理地反驳。某些论断，比如宣称堕胎的蔓延表明美国人道德的下滑，并不能完全经得起实证检验；可是，在媒体中这种论断的扩散形成了信息传播，因为它涉及关于国家真实状态的论断。

故而，非中立的和不必要的事实信息与政治论断是不易分清的。像哪个政党控制国会这样的中立性事实信息，在本书中是重要的，只要其测量了一个人接触其他非中立的和不完全是事实性信息的可能的层次。

为了避免中立性和非中立性类型信息之间的混淆，我将从这里开始完全在其非中立性意义上使用信息，就如同在“关于美国人道德的下滑信息”中的用意。就像在测量政治意识中使用的，我将不去意指对中立性事实信息的测验，而是仅指对政治意识或者政治知识的测验。

为了提醒读者通常的信息是在非中立性意义上使用的，我将时不时地将该术语放在引号里。并且，为了审美的原因，我有时也会以关注度替代意识，就像以“不关注政治的”（politically个

inattentive）替代“无政治意识的”(politically unaware)。





政治既有倾向

民众接触精英话语的程度差异很大，但是，这些差异本身仅能解释部分个人观点的差别。民众并不是他们遭遇到的媒体传播的消极接收者，他们有着诸多不同的兴趣、价值观和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或者他们决定抵制说服影响——的不同经历。

在本书中，我把这些因素统统称为政治既有倾向（political predis positions），即指那些规定了个人接收到的政治传播是否被接受的稳定的、个人层次上的特征。因为一个人所接受的传播的总量决定了个人的观点（我将会具体阐明其意），23所以既有倾向是人们遭遇到的大众传媒的传播与他们的政治偏好主张两方面之间关键的干预变量。

个人政治既有倾向的易变性的起源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我的假设是既有倾向至少部分地是个人生活经验的提炼，包括孩童时期的社会化和直接介入的政策议题的原始要素，比如谋生、交税、种族歧视等。既有倾向也部分地取决于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大概至少与之同样重要的先天或者后天的人格因素和品位。虽然关于人格与观点的学术文献是有问题的，但是个人政治态度的差异似乎也反映着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并且描述这些人格意义上的根本的差异似乎是合理的（参见Adorno一

et al，1950；Smith，Bruner and White，1956；McClosky，1958；Altemeyer，1981；Costantini

and Craik，1980；Wilson，1983）。

由于本书着重于精英提供的信息在形成公共舆论上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假定精英在形成个人政治既有倾向上有重要作用。在我的观点里，既有倾向是以上述方式调解人们对精英信息的反应的，但是既有倾向在短期内并不受精英的影响。

长期来看，被个人内化的精英观点对其价值观和其他既有倾向有某些影响是可能的。但是，不管有多可能，本书是对特定的短期的舆论形成和变化的研究，并且为了这一目的，精英对既有倾向的长期影响在其存在的程度上就可以有把握地略去不谈了。已经内化的精英观点可以对后继的精英影响的易感性有重要作用，但是，正如我在后面的几章讨论说服的“惯性抵制”时所展示的，没有任何对政治价值观干预影响也一样可以做到这些。

在各种类型的既有倾向中，政治价值观将在本书中得到最为一贯持续的关注。这是因为它们似乎比其他的既有倾向因素对公共舆论有着更强大、更普遍的影响。大概还有种族。但是种族方面差异很小，也就是说，人口中太一边倒的是白人，以至于在本研究中不能使种族成为核心既有倾向因素。但是其他类型的某些因素，尤其是种族和党派依附也很重要，它们也将得到显著的关注。

价值观是指在个人信念系统中具有“比态度更为核心的”（Kinder and

Sears，1985：p674）和“致使我们对社会议题持有特定立场的”“普遍的和持久性的准则”（Rokeach，1973：p13）。因此，一个具有强烈的经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比价值观不这么强烈的其他人更可能拒绝通过高税收来支付社会福利的主张。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政治价值观近来开始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具体综述可参见Kinder and

Sears，1985）。虽然这些研究对于激起濒死的关于公共舆论结构的争论是有用的，但是它似乎有两个重大的弱点。其中一个弱点将在本书里集中强调，24但是另一个必须通过假设来暂时地解决。

正如多数的公共舆论研究一样，第一个局限是，当前的价值观研究文献普遍没能对民众中存在的政治意识上的巨大差异做出系统的解释。这一缺失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价值观研究一再地宣称，多数学者都同意，那些太纯真以至于没有“观念形态”的民众仍然拥有足够的政治意识来可靠地使用“价值观”去构造他们的政策偏好。因此，在这方面研究的一个主要的例子中，赫尔维茨和佩弗利（Hurwitz；and Peffley，1987)

提出一个外交政策舆论的等级体系模型，认为“核心价值观”决定个人的“一般姿态”，反过来决定了具体外交政策舆论的结论。根据赫尔维茨和佩弗利的观点，许多美国人对外交事务非常无知的事实，恰恰是个人常常必须依靠核心价值观和一般姿态来指导他们的政策偏好的原因：

我们认为个人企图通过根据他们的更为一般和抽象的信念……来构造关于具体外交政策的观点以应付超级令人迷惑的世界。（p1114）

虽然这点很好，但是民众必须仍然有某种最低程度的信息来识别他们的价值观与给定议题的关联，而且正如我曾论证的，对于民众而言，甚至最低程度的政治信息缺乏的经常性也很容易被低估。

我们可以通过例子来检验美国援助尼加拉瓜反对政治武装的舆论。图2—4展示出有关使用军事力量上的政治意识和既有倾向两方面都不同的民众是如何回答1987年关于这个事情的问题的。就一组一般问题，在图中归于“鹰派”的人说，他们坚定地看重军事力量，对潜在的敌手是一幅攻击性的姿态，以及毫不妥协地反对共产主义。“鸽派”成员则拒绝这些立场，偏爱强调磋商和容纳共产主义。图中的政治意识是通过关于政治的事实性知识的简单测验来测量的。（在测量附录里可以找到量表结构里使用的条目。）

图2—4关于中美洲政策的两个问题。

资料来源：1987年NES探索性调查。

图2—4的左半侧显示出在政治意识上，鹰派和鸽派成员间在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援助”这一问题上有很大的差异。42%的最有意识的鹰派成员与仅仅3%的最有意识的鸽派成员赞成增加对反政府武装的援助。然而，在意识量表上处于中间的1/3的人，鹰鸽两派成员的差异并不大；而在意识量表上分值处于最低端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基于价值观上的差异。这一结果提出了对于理解信息贫乏的人的“鹰—鸽”价值观的效用的怀疑。

可是，在图2—4的右半侧，却支持了传统价值观重要性的观点。它显示了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出兵中美洲25“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一问题的回答。这里我们发现，鹰鸽两派成员在所有意识水平上都有显著的不同。

为什么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上的模式会如此不同，尤其是在政治意识水平较低的人中间更为明显？可能的解释是在于两个问题所表现的脉络背景信息上：第一，虽然很不清晰，但是要求受访者知道谁是反政府武装和他们主张什么。这一要求一般而言在政治信息贫乏的人中是不能满足的。（1985年的商业调查表明，仅近半数的美国公众知道在尼加拉瓜战争中美国支持哪一方。）在图2—4的第二个问题中，通过提到共产主义，问题的价值观含义清晰了，进而使人们倾向于赞同鹰派外交政策来认可和支持他们。

这样，人们的价值观既有倾向的影响总是依赖于民众是否拥有必需的脉络背景信息来把他们的价值观转化为对特定政策或者候选人的支持，而且如前面所展示的，对这种信息的拥有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一价值观和支持特定政策或者候选人两者之间关系的权变性是我的整个研究的基础。正如我已经表明的，其目的是为了展示个人是如何使用来自政治环26境的信息来把他们的价值观和其他既有倾向转化为更具体的观点主张的。

价值观研究文献的第二个缺点是其不能详细说明不同价值观之间的连续和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连续的理论关系的本质。这一问题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存在众多的“价值观维度”，而且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逻辑联系，但许多人仍然对不同的价值观维度具有不同的反应方式，仿佛它们是以共同的左—右维度组织起来的。换句话说，在这些不同的价值观维度上，诸如经济个人主义、对共产主义者的舆论、对异类的宽容、种族议题、性自由，以及宗教权威等，人们倾向于相当一贯地支持“左”、“右”或者“中立”。这些不同的价值观维度之间的相关性从来没有强大到可以表明，存在一个而且仅仅一个基本的价值观维度，但是它们至少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具有高度意识水平的人中，相关性有时相当强大。关于以左—右维度组织起来的态度的广泛性的证据，参见Monroe，1990；McClosky：and Zaller，1984：chap7。当然，人们自我陈述为自由或者保守与他们在不同的价值观量表上的分值之间也存在适度强烈的相关。

那么，什么是“价值观”（像最近的研究所考察的）与“意识形态”（老一代研究者认真考察过的）之间关系的本质？根据两个概念的测量中的实证性协变，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重要问题。

就如它们通常的样子，可以把“价值观”定义为具体域的组织原则（domainspecific organizing

principles），比如经济个人主义，并且每个价值观维度为一个特定域的公共舆论提供了结构。而“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更为一般的左—右构架，它能够组织广泛且相当不同的关注点，而被组织起来的关注点包括各种价值观或者议题维度或者兼而有之。

这些定义紧密地联结着两个概念，就我所知，这没有违背每个术语的传统意思。但是，有两个重要的新东西。第一，不同的价值观维度在概念上不再是孤立的；而是，每一个都是主概念——意识形态——的几个相关的维度中的一个。第二，意识形态不再是像许多讨论所认为的那样严格单维的概念，而是有关的价值观维度的群集。

意识形态的维度性质在某些方面也许可以类比为人类智力的维度。正如大量心理学文献所表明和共有经验所证实的，说智力存在一个单一维度是错误的。因此，我们都知道某些人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更擅长——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数学推理而不是口头表达。然而，我们很少会发现某人在一个维度上分值很高，27在另一个维度上分值很低——一个杰出的作家不会做简单的加法和乘法，或者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不能写流畅的散文。一个人在某个智力维度上分值极高往往意味着在其他维度上至少相当地高。对于意识形态同样如此。通常不会碰到一个人在意识形态的某个维度上非常自由，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却极为保守。这里明显的例外是自由意志论者，他们在经济议题上常常是保守的，在生活方式议题上却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在美国非常少，意识形态研究通常把他们似乎有把握地忽略掉。人们有这样一个清楚但不是压倒性的倾向，并在一系列似乎无关系的左—右价值观维度上标明基本的立场。

这一观点对本研究中既有倾向的测量有两个实践含义。第一，只要可能，人们应该使用合适的特定域的政治价值观测量，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一般测量，来作为民众接受或者拒绝他们接收到的政治传播的既有倾向的操作性测量。原因是，意识形态作为对人们的左—右倾向更为一般的度量，比根据特定议题作调整的指标更可能错过对此议题的反应。

这种分析的第二个含义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价值观是由个人的一半意识形态取向来组织的，如果必要的话，个人可以用一般的或者总括的意识形态测量来获得人们的左—右倾向。本书的许多部分集中于舆论变化的情况，但是有相对很少关于公众舆论变化的案例是通过高质量、可以公开获得的调查记录留存的。因此，我必须尽量地开发利用现有的、不论质量好坏的关于舆论变化的数据。其中某些数据库，对政治价值观进行了极好的测量，从而精确地获取了规范舆论变化的价值观维度。但是在另一些案例中，某个调查可能仅有关于价值观取向的很一般的测量，比如自由—保守的自我认同，或者并不是很接近正在发生变化的舆论的价值观取向的测量。在这些情况下，我发展出了我所能做出的关于一般左—右倾向最好的测量，并希望这样的测量在实践上能与其他测量几乎一样好。（本书的正文里都对所使用的测量做了一般性的描述，至于精确的描述则放在了测量附录里。）除了纯粹的必要性，这样做的理由只有一个：存在一个一般的左—右组织原则，它贯穿了许多不同的价值观维度。

这一实践明显是保守的。在一定程度上，价值观取向的一般测量是不能抓住与正在发生变化的舆论有关的既有倾向的，所以我将常会得到与价值观的微弱的关系或者发现关系根本不存在。确实，如果可以得到较强的价值观测量的话，将会出现我所发现的某些关系会显示出比我所认为的还要弱的情况。

最后，关于术语的注解。有时候，我会把个体们描写成“自由派”或者“保守派”。28但这绝不是意指这些人一定是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所区分的完全的左派或右派。我仅指人们倾向于更接近某个特定价值观维度的左端或右端，或者更接近相关的自由—保守价值观的群集的一端或者另一端。因此，我不会说一个人在平均主义测量分值上是高的，或者在鹰派作风测量分值上是高的；我会说，该人是自由派或者保守派。但是，不管我用哪个术语，应记住的要点是，为了本书的目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有着完全相同的理论地位：它们是接受或者拒绝特定政治传播的既有倾向的指标。





什么是舆论？

约翰·缪勒（John Mueller,1973）在其《战争、总统与公众舆论》（War,Presidents,and Public

Opinion）一书中开头的一系列提醒，应该放在任何关于公众舆论的书的开篇，但是很少有人这样做。他写道：

访谈情景是临时性的社会经历。受访者在门阶或者客厅，接连地被一个陌生人问到关于许多方面的问题，这个陌生人通常是一个30多岁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她认真地把每个反应和回答记在纸上。很少有人能习惯其每个言辞被忠实地记录下来，许多人发现这是一个讨好别人的体验。而且，当意识到他们的访谈会被保存数十年之后，他们就不希望访谈时表现出毫无准备的样子。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对受访者以一种似乎权威的，或所谓“真实的”方式对那些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或者从来没有想过的话题装模作样并武断地发言的现象，就不会感到惊奇了。（p1）

询问这些没有信息准备的人，让他们对那些他们很少曾经考虑过的话题表达意见的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他们的意见陈述给出了每个粗浅之处的表征。虽然对同一个人进行了重复访谈，但是意见陈述却是随机摇摆的（参见表2—1；亦可参见Converse，1964；Achen，1975；Dean文and Moran，1977；Erickson，1979；Feldman，1989；Zaller，1990）；问卷构造十分微小的变化，比如调整一下问题的次序或者答案选项的次序，都能很容易引发整体舆论5~10个百分点的变化，甚至有时候会翻倍（Schuman为and Presser，1981；Bishop，Oldendick and Tuchfarber，1984；Tourangeau et al，1989）；还有，问题的不同表述方式通常也会对公众对某个议题的公共支持的测量水平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拉辛斯基(Rasinski,1989)报告说，通过几个调查，68%的美国人感到在鹰

“制止高升的犯罪率”方面花费过少，但是仅仅55%的人感到在“执行法律”方面花费太少。同样，68%的感到在“保护社会安全”方面的花费过少，而仅仅53%的人感到在“社会安全”方面的花费过少。或者，在另一种类型的例子里，45%的美国人“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发表演讲，同时仅仅20%的美国人要“禁止”同样的行为（Schumans

and Presser，1981：p277）。29关于问题用语变化的影响效果，一个有记载的例子大概是1983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民意调查发现，即在作为热门话题的时候，公众对“冻结”核武器生产上的支持率在18%~83%之间变化，而这种变化依赖于议题的表述方式。Judith Miller，1982年5月30日，A1版。

表2—1在重复访谈中的回答稳定性：两个例子

关于与苏联合作的舆论a（%）

1980年1月

合作中间强硬不知道

1980年6月

合作52251319

中间14241716

强硬23416018

不知道11111047

100100100100

N26615323874

在政府服务层次上的舆论b（%）

1980年1月

削减中间不变不知道

1980年6月

削减54381934

中间18241010

不变11255915

不知道17141341

100100100100

362122208138

a所提问题是：“有些人感到对于我们而言，努力与苏联处好是重要的。其他人感到太努力与苏联友好相处是一个大错误……”要求人们在一个7点量表上找出自己的位置。处在1、2和3上的算作“合作”，4为中间，5、6和7为“强硬”。

b所提问题是：“有些人认为，为了削减开支，政府服务应该更少一些，甚至在健康和教育这些领域也应如此。其他人认为，政府继续提供现在这些服务是重要的，即使这意味着不能减少开支……”

资料来源：1980年NES面板调查。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公共舆论的分析家很少跟缪勒学习在开篇表明这种惧怕。很显然，他们是害怕，害怕如果他们太率直地说出其研究所依赖的数据是可疑的，他们则控制不了反驳，并在论证之前就会失去听众。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无人能确切地知道那些公共舆论产生多种奇特变化的原因。多数的分析者确实认为公共舆论是比所引用的证据更为实在的东西。由于不能够使所有的事实与自己相信的一致，人们仅仅把公共舆论中有问题的证据搁置一边，并留给调查方法论专家去解决，自己则把确定的理解写下来。

这一取向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对读者隐瞒了信息。另一个问题则是它放弃了如实陈述关于公共舆论在所有可能隐蔽的意义上形成和变化的机会。根据这些考虑，30本研究不会就上述舆论数据的任何问题做隐藏或者轻描淡写。当然，我将会给出解释问题的存在的理论，将其作为分析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理论比我所希望的要更简单，但是，它至少强调了前面的问题。

这一取向是一次冒险。本书把关于公共舆论本质的理论——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完全理解的主题——放在核心位置，把其整个的论断与某些弱点连在了一起，以给批评家抱怨的机会，正确地说，其根基是不确定的。这种风险策略——有机会对公共舆论动力机制进行一个一个统一的和现实的描述——的回报是否值得，则由读者来判断。

我将通过更详细地解释以下几点来开始我的论断的这一部分：我曾经提到的公共政治舆论的奇特情况、学者们用于解释这中间某些现象的相对狭隘的理论，以及我将用于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整合到一个精英话语影响公共舆论的模型中的更一般的理论。





大众舆论报告的问题：随时间推移的不稳定性

表2—1给出了两个典型的随着时间推移回答的不稳定性的例子。第一个问题来自1980年1月和6月再次访谈的受访者样本，问美国是否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来与苏联——美国的冷战对手——合作，或者我们应该强硬。正如所看到的，在1月赞成强硬立场的人中有60%在6月依然持同样的立场。其他的人则分散在其他的三个选项中（与苏联合作、持中间立场，或者“无意见”）。在1月份持中间立场的人中，仅有24%在6月份还持同样的立场，其他人多数赞成或多或少的合作立场。总体来看，到了6月份，仅有50%的受访者在6月还持有与1月份一样的立场。（如果每个人每次被问到该问题时只是猜测，可以预期单独碰巧的机会，就我所重新编码的条目而言，大约32%的人在连续的访谈中会表达同样的观点。）在第二个关于政府服务的合适程度的问题中，也存在着明显同样的倾向。这里，大约55%的受访者设法在连续的访谈中表达同样的观点。

这些转变的一个明显的解释就是，许多人在两次访谈中间经历了真正的观点变化。可是，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解释。当在不同的三次场合下问同一个受访者同样的问题时，我们通常可以从第一次的访谈或者第二次访谈来较好地预测第三次的观点。也就是说，第一次和第二次访谈之间观点的变化不可能被认为是系统的观点变化。31所以，一般接受的结论是，表2—1里展示的这种回答的不稳定性主要代表的是某种随机误差。但是，是哪种随机误差，以及误差又有多大呢？

在其著名的《大众信念系统的本质》这篇论文中，康弗斯（Converse,1964）认为，观点的不稳定性主要是由于虽然受访者对给定议题缺乏强烈的感受，但是仍然通过在面对的回答选项之间所能做出的最好的礼貌的选择——但是常常以实质上随机的方式选择——来让访谈者满意。他提出：“大部分选民完全没有有意义的信念，甚至在那些精英们很长时间里强烈的政治争议基础的形成问题上，也是如此。”（p245）

这一结论受到学者们的强烈挑战。他们坚持认为，虽然人们的“回答”有很大的波动，但民众们有根本的“真正态度”并且还超级稳定（Achen，1975，1983；Dean

and Moran，1977；Erikson，1979；Judd and Milburn，1980；Judd，Milburn and

Krosnick，1981；Feldman，1989；Zaller，1990；一个例外是Krosnick，1988；一般评述请参见Kinder and

Sears，1985；Smith，1984）。他们把人们的公开意见陈述上的波动归因于“测量误差”，而且认为这种误差来自调查问题用不可避免的模糊语言描绘人们预先存在的观点的内在困难。

测量误差理论有一个尤为引人注意的暗示。如果一个人相信，态度变量的测量有很大的随机误差，接下来，它们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将会被人为地削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有正当的理由把这些压制的相关通过标准的心理测量技术再伸展出来。因此，事实上表现出随时间推移的高度不稳定性，并且与其他变量低相关的态度变量，可以通过校正程序，使其呈现出几乎完全的稳定和与其他变量高度相关。用这种方法，就会使回答的不稳定性问题不仅无害，而且消失无形了。

在回答的不稳定性方面，不管是康弗斯的取向，还是测量误差理论，都显现出了缺陷。康弗斯的理论把任何不稳定性都视为“非态度”的表现，这是一个极端的论断，目的是仅在一定高度抽象的议题上赋予舆论以特征。在更为一般的议题上，康弗斯和马尔库斯（Converse，and Markus,1979）认为，民众舆论会或多或少“晶体化”，其结果是，舆论或多或少是稳定的。但是，这仅仅提出了一个问题：结晶体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呢？这还没有人说过，舆论的晶体化依然只是个比喻，而不是可检验的舆论稳定性理论（Krosnick展and Schuman，1988）。

关于回答不稳定性的“测量误差”理论似乎同样没有对其理论核心进行具体说明。正如所有的估计都认同的，当测量“误差”常态下构成舆论指标差异的1/2到3/4的时候，人们自然要问，这些随机性的“误差”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是如何造成的。32然而，研究者们显然对此问题不感兴趣。在大量的案例中，分析家对其数据作了统计校正，然后快速地转向他们的研究主要关心的东西。其结果是，“测量误差”更接近于对“无解释的差异”的委婉说法，而不是理解较好的现象（究竟怎样，参见Schuman强

and Presser，1981；Krosnick and Berent，1992）。





大众舆论报告的问题：“回答效应”

传统舆论视角的第二个令人困窘的地方是，发现人们的观点报告上有非常大的非随机性或者“系统误差”。许多受访者对于访谈场景、替代性回答的顺序以及问题的完全非实质性的小小的改变都会有反应。访谈过程的这些似乎关系不大的地方的系统影响就是我们所谓的“回答效应”（response8

effects）。

让我们看一个广为人知的实验——1970年代关于美国人对苏联记者的舆论。在一个折半样本里，37%的受访者允许苏联记者在美国。然而，当另一半样本的受访者被问到是否允许美国记者在苏联时（最受赞成的），同意允许的比例几乎翻倍，达到73%。正如舒曼和普雷瑟（Schuman差and Presser，1981)建议的，对这种巨大差异的解释是，当只问人们关于苏联记者的条目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以“反苏”舆论为基础的；然而，当问此问题之前，先问一个关于美国记者在苏联工作的问题的时候：

互惠性规则马上就凸显出来了，并且大量受访者感到应该提供与前面的回答一致的回答……事情的关键似乎是，记者问题有两个意思：一个涉及对对象物的态度，另一个涉及对规则的态度。（p28）

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一解释暗含着放弃了认为个人对苏联记者的权利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观点的见解，而是假定个人至少有两个考虑事项：一个与苏联有关；另一个与公平游戏规则有关。对问题的回答，就看问卷让哪个考虑事项凸显出来。

有许多这类的发现：在刚刚被问了几个难以搞懂的问题后，人们不大可能再把他们自己描述成对政治感兴趣的人（Bishop et al，1984）；人们对堕胎的态度就受到该条目之前的各类条目的影响（比如，关于宗教或者妇女的权利）（Tourangeau and Rasinski，1988；Tourangeau et al，1989）；33人们对开放性问题与提供选项的问题的回答是十分不同的。





问题用语效应

一方面，因调查问题顺序的变化而导致公共舆论超过10或者15个百分点的变化是不常见的，许多的变化较小，或者根本没有变化。另一方面，调查问题的实质用语的变化对政治舆论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且确实造成了更大的影响。然而，这些变化通常都没有被考虑，既不为之焦虑，也对之没有特别的兴趣。感觉似乎是，对表述不同的问题就应该是得到不同的回答，因为它们或者改变了对问题的情感附载，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改变了问题本身。

但是，并不清楚这种以问题表述的变化而变化的理由。例如，人们已确认，在政策问题上增加对著名政治家的支持——就如在“你是赞成还是反对x总统的……政策？”——可能会改变公众对该问题的回答，这依赖于x总统的声望。但是，正如传统的舆论模型所假定的，如果民众具有潜在的“真实态度”，那么这种“支持效应”就不会发生。而事实上它们发生了，这表明许多受访者在接受访谈的时候编造了他们的观点——或者至少改动了他们的观点。

来看看另一种问题用语效应。在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中，缪勒(Mueller,1973)发现，如果在反战选项中要求人们承认他们的国家在介入战争上犯了错误，那么他们更可能表达对战争的支持。类似地，如果战争被描述为是阻止共产主义所必需的，对战争的支持则会一如既往地高出15~20个百分点。如果两个因素都发挥作用，那么，它们一起发挥的对舆论的作用是值得考虑的。因此，在1953年秋季的一次民意测验中，仅仅38%的公众说“打朝鲜战争是值得的”；但是在几乎同一时间的另一个调查中，64%的人说美国“出兵阻止共产主义的入侵的事情做对了”在20世纪50年代，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一般美国民众对共产主义还是比较抵制的。——译者注。正如缪勒（Mueller，1973：p4648）评论的：

这些数据表明了某些相互冲突的观察结果。一方面，对战争的支持明显地与美国当时的反共产主义政策有关系。为了造成某种战争狂热，一个人只需要抛出这样的话——“共产主义入侵”。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心态要素并没有完整地融进对战争的回答之中，因为在美国人的反共产主义心态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之前，必须提醒他们……

所以，我们再次发现，问卷调查的受访者，很大一部分似乎是在访谈中形成自己的观点的，而且这些观点形成的根据是被提问的问题所凸显出来的观念，而不是所谓的既有“真实态度”。

反驳这一结论的观点——34涉及的不同问题应该被预期有不同的回答，即使人们确实有既有观点——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信的。人们所谈的议题——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合适反应——是同样的，不论调查问题是否使用关键语——“共产主义入侵”。因此，任何对战争有固定观点的人应该会表达出他们的观点，不论是否提到共产主义。

关于问题用语的变化可以改变人们的回答——甚至在议题保持完全一样的情形下——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从特沃斯基和卡尼曼（Tversky and

Kahneman，1982）的关于罕见的亚裔疾病的案例中找到。这两位心理学家对某个大学生样本设计了下列问题：

如果方案A被采用了，200人将会获救。

如果方案B被采用了，1/3的概率600人将会获救，同时，2/3的概率无人获救。





你会支持两个方案中的哪一个？

这个问题要求受访者在预期损失存在的前提下，在一个有固定的损失的方案和一个冒险的方案之间做出选择。在这个例子中，72%的人选择了固定损失，也就是通过方案A使200人获救。然而，当另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样本受访者被询问了同样的两难问题，但是以不同的用语叙述时，结果竟极为不同。在第二个样本中，调查问题是这样描述的：

如果方案C被采用了，400人将会死掉。

如果方案D被采用了，1/3的概率无人会死掉，同时，2/3的概率600人将会死掉。

在这个情境下，仅有22%的人选择了400人生命的固定损失——降低了50个百分点。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得出的结论和从前面的例子中得出的一样，就是对提问问题的叙述用语的不同会决定人们如何思考，并因此决定了对问题的回答，甚至在被选用语表达的意思完全一样的时候（就像在这里一样），也是如此。





需要一个问卷调查回答的模型

再重申一下，有两个证据不利于传统观点——对问卷调查问题的回答所揭示出来的是个人的既有态度。第一个是被普遍且一再地发现的证据，即在典型的问题条目中的变异的50%~75%是“随机误差”——在量上太大以至于不能心安理得地归为用语模糊的问题。第二个证据是大量的来自问题次序和问题叙述用语影响的“系统误差”。

这些发现不仅仅激发了对方法论的好奇，35而且极大地决定了传统观点，即问卷调查是对“公众真正认为的东西”的被动测量。更不妙的是，它们造成了恐慌，因为舆论研究者测量的东西大部分要么是随机的，要么是系统的“噪音”。

在过去的15年里，问卷调查方法论研究者和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且寻求解决之道。他们试图放弃传统观点——人们有固定的观点，这些观点就是问卷调查里揭示出来的。他们开始集中于“问题—回答过程”（questionanswering共process），借此在对他们面对特定刺激的反应过程中，构造自己的观点报告。

在这类研究的一个例子中，威尔逊和霍奇斯（Wilson and Hodges，1991)把态度的传统观点描述为本质上是态度的“文档抽屉”（file drawer）模型：

当人们被问到他们是如何感知事物的时候，比如已合法化的堕胎、他们的哈利叔叔或者比萨饼上的凤尾鱼，假定他们要找一个包含他们的鉴定的心理文档。他们寻找标有“堕胎”、“哈利叔叔”或者“凤尾鱼”的文档，并且报告文档里的鉴定。

但是威尔逊和霍奇斯(Wilson and Hodges,1991)否定了这一模型的一般有效性：“人们常常构造他们的态度，而不是仅仅报告心理文档里的内容。”他们的态度报告是建立在这些观念基础上的，即一个大的但内在冲突的“数据库”，这样，在给定时间的报告中的态度就是“临时的构造”，并且这一构造依赖于该人构造过程的特性。

在研究者中间不只是威尔逊和霍奇斯怀有这种过激的看法。图瑞恩和拉辛斯基（Tourangeau and

Rasinski，1988）也抛弃了政治态度的传统观点，并提出以人们构造态度观点陈述的“问题—回答”过程的一般模型来取代之。（后面我将进一步涉及这个模型。）其他人也做了类似的工作，虽然步子更小，比如舒曼和普雷瑟（Schuman思and Presser,1981）、毕晓普等（Bishop et al,1984)、艾扬格和金德（Iyengar and

Kinder，1987)、巴特斯（Bartels，1988)、金德和桑德斯（Kinder and Sanders，1990)，以及波普金（Popkin，1991)。

可惜的是，大多数关于新的“问题—回答模型”的研究都倾向集中于回答效应，而对于随机的回答不稳定性，或者人们在对来自政治环境里的信息作出反应形成观点的更长的过程，则不置一词。所以，需要做的是，给出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回答模型。

这就是我在本书里所要提出的。和相当多的问卷调查方法论研究者和心理学家们一样，我也抛弃了传统的观点——民众对民意测验人员问到的每个问题通常都有“真正的态度”，继而提出个人在应对他们面对的特定刺激时如何构建观点报告的模型。这一模型把对人们如何获取政治信息的解释——如本章第一部分里所描述的——和他们如何利用信息形成对通常的问卷调查条目回答的解释融合在一个理论里。36这一模型与大众问卷调查回答的难以预测的变化——如本章所列举的——是一致的。实际上，这一模型也试图对这些难以预测的变化提出解释。

这一论断是我在1984年的会议论文（Zaller，1984b）里首次提出的，它可以粗略地概述为：人们不断地接触政治新闻和信息流，它们中的大部分相互作用，从而把公共舆论推向某个方向。但是，由于这个国家对政治的关注度通常较低，多数人在多数议题上对他们内在化的观点相对地不具有批判性。其结果是，他们头脑里充满了仅仅部分一致的观点、主张和考虑事项。当被问到问卷调查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到头脑的记忆系统里搜寻最容易获取的观点，并利用这些观点在提供给他们的回答选项里做出选择。但是他们是仓促做出这些选择的——通常是基于“头顶上”这一实用的描述要归功于泰勒和菲斯克（Taylor这

and Fiske，1978），它在本书里还将多次出现。的一个或者两个考虑事项来作出的。

因此，这个模型的基本主张是，问卷调查回答是最易获取的“考虑事项”的函数，精英话语里的信息流决定了哪些考虑事项会凸显出来。在这一观点下，回答不稳定性的原因是，不同的考虑事项会在不同的时间凸显出来，引起人们在不同时间里对重复进行的问卷调查的回答的不同。在提问次序和问题叙述用语上的变化会造成对人们最凸显的考虑事项的系统变化，并因此带来了他们问卷调查回答中的系统变化。

我们可以通过典型的民众是如何回答关于冷战期间美国国防开支的适当程度的这一例子来证明这一模型的运行机制。即使没有碰到问卷调查，多数人对此议题也听得相当多了。他们大概对五角大楼的浪费和管理不善的报告感到不安，但是他们也可能会对苏联的威胁和美国的遏制能力感到焦虑——这都没有考虑甚至认识到在这竞争性的两者之间作出取舍问题。当猛然被问到对于国防开支的观点的时候，他们必须在一两秒内把这些考虑和其他各种想法放在一起形成对国防开支的“调查回答”。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充分仔细地考虑所有有关的想法。而且，如果他们前一天夜里刚看到国防挪用经费的大丑闻的新闻节目，他们就会根据这个节目来回答问题。但是，如果问卷调查中前面的问题有提醒到关于苏联进攻或威胁的话语，他们大概会回答应该保持高的国防开支。并且如果在后来的某个时段的追踪调查里，问题的次序发生了改变，或者他们在前一天夜里看了不同的电视节目，大概他们“头顶上”的观点也不同了，因此就会对问卷调查做出不同的回答。

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37那些政治意识水平越高的人对他们内化的“信息”越具有选择性——他们更可能拒绝与他们的价值观不一致的观点。作为这种选择性的结果，他们内化的观点相互之间变得更加一致，并且与他们的价值观也更为一致。对封闭式调查问题的回答，通过表现出相互之间的随时间推移的更大的稳定性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对封闭式调查问卷的回答反映了这一点。





问题—回答模型的背景

尽管问题—回答取向所提出的建议在公共舆论领域依然是新奇的，但是在某些心理学圈子里这一取向几乎获得了正统的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一正在出现的建立正统基础的某些研究。

这一研究的其中一条路线是由数学心理学家们做的，他们聚焦于问题解决，认为头脑是一个充斥着多种解释性构件的箱子。面对某个问题的一组“刺激元素”（初始的感知印象），个人会随机地搜索他们的头脑，以便找到能够使他们理解刺激的构件（Atkinson，Bower下

and Crothers，1965）。一经选定，解释性构件就决定了该人对刺激的理解，并因此也决定了对它的反应。因此，一个人的判断，非常直接地取决于在问题解决的实践中的关键点上那些头脑中最易获得的观念。

另一个研究传统在社会心理学家那里较普遍，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认知，聚集于头脑中观念的组织。这种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图式”——一个来自认知心理学的术语。图式是围绕着一个核心价值观或者观念组织以前的信息和经验的认知结构，它用来指导对新信息和经验的解释。

关于图式的一个关键点是，人们通常有几种理解给定现象的图式。比如，当一个人被介绍给一个“40岁的教授”时，他的反应会非常不同于当他被介绍给一个“40岁但有了个孩子的妈妈”时的反应。也即头脑里会出现不同的联系，会注意到人的不同品质，从他们的行为方式得出不同的结论，等等。简而言之，感知者对该人的态度会不同。因此，泰瑟尔(Tesser，1978)在很好地抓住了本模型的核心特征的论述里写道：

特定时间点的态度是建构过程的结果……并且，对某一对象没有一个单一态度，而是有许多的态度，这依赖于在思考这个对象时可资利用的图式的数目。

人们对一个对象没有一个单一的感受或者评鉴。感受的不同取决于我们所“调动的”特定的认知图式。（pp297298，307）

这些研究的关键观点是，38个人通常对一个议题不是“仅有一个意见”（just one opinion），而是有多个潜在的意见。那么逻辑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面对这一情况，人们是如何做决定的。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涉及对不断进来的信息的编码、对信息的感知或者解释、记忆搜索的效率、激励的程度等等。因此，试图抓住这些不同的议题的心理学家们提出了骇人的复杂模型（比如，Wyer定

and Srull，1989）。

但是，有一点似乎很明显，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包括那些涉及政治事务的决策过程，个人很少会花时间对所有可能的想法都仔细考虑。生命太短暂，人的头脑太不可靠。他们似乎是根据记忆里最易提取的任何观念，从“头顶上”提取出决策的。所以，正如泰勒和菲斯克（taylor心and Fiske,1978）注意到的，许多的研究表明，引入或者强调信息的单一部分——诸如特定的某个人是妇女或者律师这一事实——可以很大地影响随后的意见陈述。回顾了各种证据，在一个当时很新奇的论述里，泰勒和菲斯克坚持认为：

（许多人做社会性判断是通过利用）一个单一的、充分的和凸显的解释……常常是出现的第一个满意的那个……而不是逻辑地利用基线率或者一致的信息。人们更经常地受个案历史证据的某个单一的生动的部分影响……而不去审查关于某个特定议题的所有的证据，并常常利用他们最易获取的或者最凸显的信息，也即最容易在头脑里出现的信息。（p251）

基于更大量的证据，怀尔和斯鲁尔（Wyer and Srull，1989：p81）坚持认为：

（人们）不可能在记忆里对他们积累的与特定的决策有关的所有知识进行完全彻底的搜索。他们找回和利用的仅仅是这些知识的一小部分，并不假思索地假定这一小部分的知识就代表了他们已获得的所有知识。

然而，与此同时，在政治科学（Kelley，1983）、政治心理学（Lodge，McGraw and

Stroh，1989）和认知心理学（Anderson，1974）研究中的许多数据表明，个人在决策的时候，常常利用信息的许多不同的部分。例如，凯利（Kelley,1983)的研究表明，投票人在总统候选人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在总计对每个党派和候选人“喜欢”和“不喜欢”的数目，然后选择一个得分最高的。在心理学界已经得到广泛承认的安德森的信息—平均模型（informationaveraging关

model），同样表明个人在形成意见陈述的时候会利用多样的相关认知。

我提出的模型试图把两者都包含进去——泰勒和菲斯克提出的“头顶上”决策模型以及凯利和安德39森提出的对数量不等的各种信息进行平均的决策模型。它假设个人通过平均相关考虑事项的那些非随机的但概率性的样本来作出决定。这里的考虑事项样本的大小在1~+∞之间变动。样本的大小和构成则依赖于不同的脉络背景和个人的动机因素，比如问卷突出了哪些观点和人们一般对被调查的事项投入多大的关注度。





小结

本研究聚焦于三大类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这三大类变量为：精英话语携载的信息在整体层次上的变异（包括关于新信息应该如何评估的精英线索）、个体层次上对这些话语的关注差异以及个体层次上政治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进入人们头脑中的“考虑事项”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当面对调查问题时哪个考虑事项最凸显则决定了对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关于建立在这些想法基础上的模型，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讲。





第12章 结语：公共舆论的精英主导问题

人民的声音只不过是一个回音。

回音室输出的声音一定和输入的声音有必定不变的关系。候选人和党派竞相叫嚷以引起注意和争取支持的时候，人们的决定不过是对他们接触到的选项和观点的选择性反应。（p2）

——VO小基，《尽责的选民》（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很多观察者担心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会带来全权主义（totalitarian）统治的新时代。大量发行的报纸、新发明的收音机和电影似乎都是给大众社会带来恐惧的理想工具，而且，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所取得的短暂但“巨大的成功”似乎使人确认了每个人最坏的担心。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著名小说《一九八四》也许是这种大众媒体的不祥之兆的最出名的表现。但是很多社会科学家和奥威尔有一样的担心。所以，测量大众传媒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成为早期舆论研究的一个主题。

不过，早期研究结果却是令人安心的。和许多人的担心相比，调查发现大众传媒的影响相对要小（Klapper，1960）。大众传媒最通常的是强化和激发现存的舆论，而不是创造舆论；而且，在“两步流动过程”（twostep理

flow）中，大众传媒的影响受到社区领导者的调节 （Lazarsfeld，Berelson and

Gaudet，1944；Berelson，Lazarsfeld and McPhee，1954）。

如果像几乎所有的研究所表明的，大众传媒的影响“微不足道”，那么政治精英利用大众传媒操纵公共舆论的危险也一定是很小的；或者说，虽然左派学术（比如Miliband，1969）中有些勉强，但主流的传播研究者都满足于忽略精英通过公共传媒控制公共舆论的可能性。

但是最近，“微不足道”的观点受到了严重的攻击。一些研究群体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都发现了大众传媒有实质性影响的证据311（Patterson

and McClure，1974；Patterson，1980；Iyengar，Peters and Kinder，1982；Iyengar and

Kinder，1987；Bartels，1988；Fan，1988；Brody，1991；Page，Shapiro and Dempsey，1987；Page

and Shapiro，in

press）。单个的新闻报道和广播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几个月或几年内很多报道积累起来，影响就会很大（Iyengar，1991）。所以，虽然像“注射针”一样的关于大众传媒的旧模型所注射的思想还没有激活政治机构，但是主流的传播研究现在已经开始关注大众传媒以及利用它们的政治家所能产生的影响。

如果媒体影响微小的理论失去了其学术根据，那么精英通过利用媒体操纵公共舆论的潜力的研究就招人喜爱了。所以在这个结论部分，我就转向这个议题。我的讨论将很大程度上根据我前面的实证分析的分类来安排结构。





界定精英主导

初看起来，本书的论证在精英主导公共舆论上并不令人鼓舞。很多民众对公共事务太不关心，以至于他们不能批判性地回应他们所接触的政治传播；相反，他们会受到任何试图达到最高强度的信息流的冲击。那些高度关注公共事务的少数民众也几乎没有更大的批判性：他们主要基于精英讯息所传达的党派理念和意识形态对新议题进行回应。

如果很多民众主要是非批判性地回应大众传媒所传达的政治传播，并且如果另外一些人中的大多数根据党派线索机械地做出回应，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否认精英实质上在主导着公共舆论呢？

这完全取决于如何界定精英主导。如果把它定义为任何大众在精英提供的“信息”和领导线索的方向上改变观点的情况，那么确实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不仅这个研究，其他一些研究也都提供了这种精英主导的丰富的证据（Iyengar4

and Kinder，1987；Page，Shapiro and Dempsey，1987；Fan，1988）。

但是不能如此草草地下结论。大众当然会对精英提供的信息和领导线索做出回应。但是，在事件很模糊的情况下，或者用李普曼（Lippmann,1922,1946:p21）的话说，在“够不到、看不到、想不到”的世界里，情形又会如何呢？

认识到了公共舆论不可避免地依赖于精英话语之后，佩奇和夏皮罗（Page and Shapiro，in

press）提出了“传达给公众的信息和阐释的质量”问题。他们接着说：

一方面，312如果公众接收的是有用的阐释和正确而有帮助的信息——如果民众充分了解了这些信息和阐释，就能够帮助在信息完全下做出政策选择——那么政策偏好可以被认为是“可信的”。……通过提供正确和有帮助的信息而影响公共舆论的个人或组织就被认为是在教育公众。

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接触到了错误的阐释或者错误的、有误导的或者有偏见的信息，人们就会做出错误的评价，并支持那些有害于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政策。这种错误评价的一个极端结果就是一些理论家所说的“虚假意识”（falseIconsciousness）或“霸权”……

那些通过提供错误的、有偏见的或选择性的信息而影响公共舆论的人就被认为是在误导公众。如果他们通过欺骗、说谎、欺诈或隐瞒有意识地和刻意地这样做，他们就在操纵公共舆论。（ch9；强调为原文所有）

佩奇和夏皮罗也承认，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有个难题：这种方式要求拥有关于哪些阐释和信息是正确的独立的知识（或假设），但是这种独立的知识却很难得到。然而，即使如此，佩奇和夏皮罗也力图找出精英操纵的例子。比如他们写道：

（里根总统）在很多外交政策事务上误导或操纵了公共舆论。他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说它的领导人为其目的不惜“说谎、欺骗、偷窃”，夸张地控告苏联已经违背了SALT军备控制协议，而且他把美国描述为军备控制的维护者，但他事实上却抵制协议的达成。（ch9）

虽然我不想为里根政府在这些事务上的政策和修辞使用做辩护，但是我也不愿意把他们作为操纵公共舆论的案例。在我看来，假设自己的判断是超越党派的，并以此对精英和大众的关系进行评价是错误的。

但我认为，佩奇和夏皮罗“信息和阐释能够帮助在信息完全下做出政策选择”的观点在概念上来说是有用的。首先，如果“信息完全下”的判断是指所有可获得的信息而不是所有可能的信息，那么它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判断。人们可以在可获得的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最好的决定，但是仍然可能是错误的。而且，像经验通常所显示的，信息完全的人可能也不相互赞同。基于这两点，对立的群体可能会相互极为不赞同，而且任何一方都不能指责另一方在力图操纵（我的说法是主导）公共舆论。

有鉴于此，313我把精英主导定义为这样一种情景，即精英引导民众持有了那种如果有了更好的信息和分析他们就不会持有的观点。这个概念仍然有问题，因为这取决于评价如果信息完全民众会相信什么。但是，我相信，像下面这个寓言所说的，这不是一个不能跨越的难题。





紫土地的寓言

曾经有一个国家里住着两种人：蓝种人和红种人。蓝种人和红种人有很多相同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对公共政策的评价不同。蓝种人喜欢小的、圆形的和色彩浓深的政策；而红种人喜欢高的、矩形的和色彩浅淡的政策。

无论是否和他们不同的物质利益相关，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红种人和蓝种人政治上一直是分歧的。但是双方都看重理由和证据，因此都委托专家给他们提供建议。当然，蓝种人雇用蓝种人做专家，而红种人雇用红种人做专家。他们让专家顾问立论、讨论和辩论，以找到政策两难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如果可能的话）。为了鼓励专家对政策两难问题找出最好的答案，他们还为那些能够说服其他专家的人设立了昂贵的奖赏，包括地位、研究经费，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公共赞誉。

像所有的自由国家一样，紫土地上还有领导公共事务的职业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但是紫土地上的政治家和活动家都是实用主义的和以人为本的（peopleoriented），很少有他们自己的观点。相反，他们向同种的专家寻求思想，而且当专家群体一致提出新思想的时候，他们也不问很多困难的问题。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民众能否接受这些思想、在党派辩论中能否有力地呈现这些思想，以及其他有效推销的问题。因此，政治家们很少超越专家的话语。

红种民众和蓝种民众对政治都不特别感兴趣。他们宁愿把时间花在工作、家庭和他们的国家性娱乐活动（棒球运动）上。因此他们并不自找麻烦地仔细关注政治辩论；他们宁愿委托传播学专家为他们提供一般性的和易于理解的信息。

民众如此不关心政治以至于很少人关心是哪个专家或政治家支持哪种政策。但是那些确实留意的人会机械性地采纳传播专家报道的他们自己的精英的观点。314其他的人只有那些暂时出现在他们“头顶上”的观点，而且也不在意他们所说的。民众从来不进行独立思考，所有的人只是从精英提供的选项中进行选择。

如果精英主导是指精英使得公众持有了信息完全的情况下不可能持有的态度，那么可以说紫土地上的民众完全避免了精英主导。虽然在视角上不同，但当蓝专家和红专家达成一致并使政治家和民众都与他们一致的时候，民众会确信，即使他们毕生致力于研究这些政策难题，他们也不会得出与专家有多大不同的结论。专家群体与普通社区中的人具有同样的价值观，而且他们是在分析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之后做出结论的。

即使在精英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下，即各类民众机械地跟从他们各自的政治家或者专家的建议时，也不存在精英主导。民众依然能够确信，他们越是关注某个主题，他们越可能与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专家得出相同的结论。

通过这个寓言，至少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公共舆论对精英话语中的信息和分析的依赖是很大的，但是在合理的术语定义下，精英对公共舆论的主导却不可能发生。这些条件是：

1专家的既有倾向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一样存在于公众之中，因此专家也有动力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议题。

2使得专家找出棘手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的制度性激励。

3对所有的专家意见进行充分报道的媒体，无论这些媒体除此之外还做什么。这里的“专家”广义地包括所有对某个议题有专业性知识的人。

4只能接受专家意见的政治家和活动家。

5在精英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下，能够与具有相同既有倾向的专家们保持一致的民众。

虽然有人可以想到更好的或更有力的反对精英主导的办法，但是这里提出的是合理有效的，而且可以用标准的实证技术进行研究。研究者没必要对精英领导的“正确性”有特殊的或者超政治的想法，只需要考察领导线索的产生和传播过程就可以了。

本章的其他部分将会以这些条件为基础来考察美国存在精英主导公共舆论的程度。其目的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剩下的几页篇幅中显然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其目的是说明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以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必要证据。





美国的政治传播体系[1]





新闻媒体

对公众可以获得的信息和分析的质量315感兴趣的学者倾向于把新闻媒体作为这种信息的最直接来源。因此，大量这方面的相关信息是可以获得的。

关于新闻媒体，学术文献中最清晰的发现之一是，报道者们认为只有信息的“合法性”来源认为有报道价值的东西才是真的有报道价值的（Cohen，1963）。像莱昂·希格（Leon他Sigal，1973）所写的：

即使记者能够直接观察事件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愿意做出他们自己的解释，而是宁愿依赖他们的新闻来源。简言之，对于记者而言，大多数新闻并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别人说的已经发生的事情。（p69）

正如一个记者所说的：“我们不加工事实，而是加工已归因的观点。”（转引自Gans，1980：p130）记者根深蒂固地依赖信息来源的一个原因是记者有一种“入乡随俗”的倾向：与信息来源保持一致并力图提供这个来源的看法。像拉塞尔·贝克(Russell之Baker)所写的：

国务部门的记者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传统古板地谈话和展现出严肃、重要和神秘的表情。五角大楼的人总是看起来像刚从军事演习中归来的。国会大楼的记者……遮遮掩掩地报道很多政策。像他们所报道的政治家一样，他们善于辞令、开粗俗玩笑、保守、痛恨变革。（转引自Sigal，1973：p49）

记者严重依赖信息来源的一个更根本性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任何选择。记者没有时间，也没有接受训练，在很多情况下也不愿意做调查研究。像大卫·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1979）在《影响力之所在》（The Powers That Be）中谈到报道国际事务的记者时所说的：

他们以传统途径在从事新闻工作，他们写过必需的警察报道、追踪过消防车，他们比同行们稍微做得好一些，在职业上更优秀一些，最终他们来到了华盛顿。来到华盛顿之后，如果他们报道外交政策的话，他们不敢加入自己的观点，他们也没有自己的观点；他们也不会加入自己的专业意见，他们也没有专业意见。他们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或者可能的英国官员在简报和午餐中告诉他们的信息。记者越是接近那些大议题，他们越感到脆弱无助。（p517518）

记者们素来有敢言直谏的声誉，他们从来不畏惧说出他们认为真实的事情。更确切地说，记者从来不担心说出其他人认为真实的事情。但是在一个充满政治、经济和大众偏见压力的世界中，他们必须表达不同来源的观点，因为这是极为有价值的服务。

但是，316就此认为新闻媒体和信息来源之间的关系是机械的却是错误的。某个信息的来源可能不会被记者提及，也不会和记者商议，和记者个人之间也不熟悉。最一般地说，这是因为新闻媒体试图做的，是从“所有合法性的角度”进行新闻报道；这种合法性不仅仅来源于政府权威和利益群体的领导者，也来源于政府、大学、研究机构等主流组织授权的专家。因此，如果存在某种主流专家意见，新闻媒体就会利用那种意见进行新闻报道。比如，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电视新闻通迅员莫利·赛弗（Morelys

Safer）报道美国海军用打火机烧掉了越南农民的草屋的时候（Halberstam,1979）——这是一个明显有反战含义的报道，赛弗是否在组织这个报道的时候查询了任何特定的信息来源是可疑的。但是他反映了一大部分外交政策专家所持有的对战争的意见。

在断言舆论报道广泛地依赖专家意见的时候，我超出了现存的关于新闻媒体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只说了新闻媒体对特定来源的依赖，最经常的是对处理外交事务的政府官员的依赖。但是，没有理由相信，在政府控制的新闻事件中新闻媒体对政府的依赖在其他情况下都存在。这个广泛的依赖虽然难以汇编成文字资料，但是却有可能通过实例呈现出来。

想想新闻媒体中对同性恋信息的加工。当最权威结构美国精神病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以下简称为APA）把同性恋看做一种疾病的时候，317反同性恋的刻板印象主导着对这个议题的新闻报道。因此，当我们在1950年《纽约时报索引》中查阅同性恋的时候，会发现曲解和诽谤的条目。但是，在1974年对协会成员的调查中，当这个协会声明同性恋不再被看做一种疾病的时候，在旧有的“邪恶”框架之外，新闻媒体开始使用“公民权利”框架，因此为民众提供了一种对待同性恋议题的不同方式。

具体地说，在APA投票的时候，关于同性恋的网络电视新闻报道突然发生了变化。在1974年APA投票的前5年里，电视网络新闻只花了14分钟明确地或含蓄地报道同性恋者作为少数群体在争取权利。在其后的5年里，电视网络花了135分钟报道这种事件，翻了近10倍。根据范德比尔特大学电视新闻档案计算的。图12—1给出了每年报道数量的数据。

图12—1在网络电视新闻中用民权框架进行报道的数量。

资料来源：范德比尔特大学电视新闻档案。

我考察的民权框架下的报道基本上是但并不总是对同性恋者表示同情的。公民权利为主题的某些新闻报道涉及那些反对同性恋者权利的人。比如，演唱家安妮塔·布莱恩特（Anita为

Bryant）反对佛罗里达州戴德县宣布性取向基础上的歧视为不合法的法令。我的研究表明大部分都可以纳入以下三种类型中的某一类：

1关于美国空军中尉李奥纳德·马特洛维奇（Leonard Matlovich）诉讼案的报道。他试图改变军队因他是同性恋者而将他开除的决定。几天之内，三大网络都给予这个报道极大的关注。

2关于各州和地方对同性恋者权利的普通投票的报道。在APA投票之后，新闻媒体认为，开始于佛罗里达州的戴德县的普通投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3关于同性恋组织的强调人类利益的报道，尤其是关于同性恋大学校园组织的报道。这些报道考察了同性恋学生的孤独，以及组织起来举行同性恋舞会等活动和反对歧视性规范的努力。

这些新闻报道可能和APA投票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同性恋者的行为，他们变得越来越好斗，而且他们对权利的争取越来越有效。

同性恋者不断增强的好斗性和可见性当然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变化。但是这不是完整的解释。比如，同性恋者权利运动并没有强迫对校园同性恋权利组织进行同情性报道。在其中一个报道中，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记者贝蒂·罗林斯（Betty Rollins）注意到：

问题是，同性恋组织是否鼓励了同性恋行为？我们访谈过的精神病学家不这么认为。他们指出，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一个不是同性恋的人愿意成为同性恋者；而且如果一个孩子参加了同性恋俱乐部，他一定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些俱乐部所做的是让他感到不那么孤单，以及对他禁不住的感受不再感到那么害怕。NBC晚间新闻，1973年4月13日。

但是，318这些关于同性恋的报道并没有直接参考专家意见。虽然专家意见在大多数这些报道中非常重要，但只是一个深层背景。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是新闻媒体不再把同性恋者看做社会越轨者，而是把他们作为遭遇同性恋偏见的正常人。虽然观点的变化来源于精神病学家，但是他们并不是无意识地被跟从的。

看看对APA投票之前关于同性恋者权利的CBS的最后一则新闻和APA投票之后的第一则新闻报道进行的对比。在前一个报道中，在迈阿密举行的1972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同性恋者在法庭上胜利得到了进行游行示威的允许。在他节目最后的新闻简讯中，沃特尔·克朗凯特以这种方式报道了这次胜利：

迈阿密海滩有了反对扮演或模仿女性的法律。今天，迈阿密的联邦法官将之打压下去，说它们太含混不清，而且也是对男人的歧视。

同性恋积极分子打算在下个月举行的民主党集会上进行游行示威。公民自由联盟对同性恋积极分子的控诉掀起了这起诉讼。很显然，他们引起了记者的思考。这就是事实。1972年6月22日。

因此，在1972年的国家新闻中，同性恋者仍然是嘲笑的对象。CBS另外一则关于同性恋者权利的报道发生在APA投票之后；这个报道是关于纽约城的同性恋积极分子力图赢得反歧视法的，而且这个努力进行了好几年。克朗凯特是这样介绍这则新闻的：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道德的一部分是对同性恋者的新态度。同性恋的男男女女已经组织起来并为得到接纳和尊重而战斗。在很多社区的法律中，他们已经赢得了平等的权利，但是在这个最大的城市中，斗争仍然在继续。1974年5月6日。

对马特洛维奇事件的报道也反映同样的新闻媒体的显著变化。马特洛维奇远不是第一个反抗因为性取向而从政府工作中被开除的人。但是，他是第一个因此而被电视晚间新闻广泛而受尊重地报道的人。在APA关于同性恋的公告之后这则新闻很快就出现了，这似乎并不是偶然。

问题是，APA投票之后主流新闻媒体开始采取不同观点的时候，同性恋者已经为平等权利追求了很多年。媒体报道的变化不能以机械的方式与APA投票联系起来，但可以反映新闻媒体对专家权威的普遍的敏感性。

顺便提一句，不仅新闻媒体改变了观点，很多主流的政治家在APA投票之后也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因此，在1987年当加利福尼亚选民被要求决定更容易解雇同性恋学校教师的投票法案时，三个全国知名的政治家——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瑞·布朗（Jerry到Brown）、前州长和总统职位的觊觎者罗纳德319·里根和总统吉米·卡特——站出来反对这项政策。在专家一致同意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的时代，在新闻媒体大都以曲解的方式报道同性恋的时代，很难仅仅从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角度理解这种行为。

总之，有理由相信，在新闻制作和报道的时候，新闻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议题专家。为了总结这种依赖的本质，我认为，合法性是由主流专家的严肃思考决定的；一般情况下新闻媒体从所有合法观点的角度进行新闻报道。这个观点和本尼特（Bennett，1990）的假设很相似，只是这里认为有影响的来源比本尼特认为的广泛。





专家

如果正确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前面的分析将选择公众接触的观点的责任放在了新闻来源上。像VO小基（Key,1961）所总结的：“将这个过程描述为行使很大主动权的过程与事实并不相符。”（p394）他接着写道：

（大众媒体的管理者）对他们所传播的信息的责任，不过像运输公司管理者对他们所运输的印刷品的质量所负的责任。媒体内容的基调和质量就算不是由那些新闻制作者所定的，但也极大地受到他们的影响。（p395）

这反过来说明，如果我们对公众所接触的信息的质量感兴趣，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理解专家群体生产和传播知识观点、政策建言和一般参照框架的政治。我们尤其需要知道这个群体的意识形态的多样程度、对挑战的开放程度以及对发现棘手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制度性支持程度。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学术性关注。当然，有很多关于某个特殊群体试图解决某个政策难题的解释。但是，在政治科学和传播研究的文献上似乎还没有对这些解释进行一般化，或者系统性地回答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

那么，我来描述性地回顾一下关注核战略的人群所做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现有的传播研究之外的各种个人互动，320但我认为，它们对理解最终形成公共舆论的力量确实是极其重要的。

几年以前，一群科学家提出，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大规模的使用核武器都会引起很大的环境灾难。其观点是，大量的核爆炸向大气中放射很多灰尘、碎片和尘烟，从而阻止阳光照射，并产生几十年黑暗和冰冷的“核冬天”。因此，即使是自卫性地使用核武器，对国家、种族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来说，也是自杀性的（Schell，1982）。

和预料的一样，“核冬天”的观点在自由主义者中间最为普遍，他们因此而抵制核武器的生产。

媒体争论这些观点的时候，我在我所任职的大学组织了一个关于核战争的道德性的演讲活动。我邀请了一个著名的保守主义专家，他写了大量的关于核战争的东西，包括发动有限规模的核战争的战略，但是根据核冬天理论，仍然可能有巨大灾难。当我让另一个自由主义的核战争政策专家介绍这个专家并担当接下来的讨论的主持人的时候，他直接而坚定地拒绝了。这个自由主义专家说，这个保守主义专家是非常不道德的，而且他不可能参加这个演讲，更不用说做主持人了。但是，经过很多劝说和哄骗之后——包括我坚持认为作为主持人，他更可能抵制这个保守主义专家的恶劣影响——他最后答应做主持人了。

在演讲的当天，当那个自由主义专家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和那个保守主义专家聊天。在做了常规的介绍之后，这个自由主义专家平静地问这个保守主义专家：“哎，你这些天在研究什么呢？”引用接近原话。

“核冬天。”保守主义专家答道。

“很有趣，”自由主义专家说，“那你发现了什么吗？”

“基本上，那是不可能的。”保守主义专家回答道。

我担心一个核爆炸就要发生了，就向后退并寻找庇护所。但是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

“是的，我也是这么看的，”接受过物理学训练的自由主义专家说，“我也做了大量的计算，但是所有的计算都没有说明核冬天存在的可能性。”

然后，这两个人开始讨论不同物质的破坏率，在城市中能够找到多少那些易燃物质，以及其他的核冬天会产生或不会产生过程的技术参数。他们几乎在所有的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

这些事件之后，核冬天的讨论在大众媒体中消失了，321而且这个议题好像被遗忘了。

和紫土地寓言一样，这些轶事说明了一些重要的观点。第一，虽然对核冬天有一致的意见，但是有证据表明确实存在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而且无疑地在其他情况下也显示出这种多样性。第二，对于理性讨论和对特定议题达成一致来说，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打破意识形态差异的关键是传统科学知识的存在——在这个案例中是两个专家都接受的物理学和化学规律。这种知识已经确立而且成为了日常知识，所以能够使得使用者接受与他们的倾向相悖的观点。第三，在双方专家都说核冬天是不可能出现之后，新闻媒体对这个议题显然失去了兴趣，虽然对核冬天故事的市场需要像以前一样强烈。

说明在其他的议题和专家群体中这些事情是否真实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可以容易地想象：专家群体将意识形态统一地强加给其成员，或者如果允许多样性存在，专家群体如此极端地分化以至于理性讨论不可能发生，或者专家群体没有有力的传统知识足以促使不同倾向的使用者能够达成一致。

我坚持认为这些议题非常重要。它们是美国政治传播体系发挥作用的核心，不仅影响公共舆论，而且影响政府行为。但是，像我所强调的，它们似乎不在当前的研究范围之内。

为了对这些议题做一个初步的但有启发的研究，现在我回到同性恋议题上。在这个议题上，我已经概括说明了专家意见对媒体报道的影响。现在我将简要地考察专家意见是怎样形成的。

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同性恋者权利群体征求社会认可已经有了一个长期历史。但是这些群体都是很小的、短暂存在的和没有留下影响的。虽然有些早期权利群体已经相信“忽略和轻视同性恋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是好事”转引自Lauritsen趣and Thorstad，1974：p22。，但劳里森和托尔斯塔德（Lauritsen and Thorstad，1974）观察到：

存在了70年却没有实现什么持久性突破的情况下，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同性恋者权利运动被打断了。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这些零散的小群体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几乎没有继续坚持的。（p71）

同性恋者好像面临着两个问题。因为这个小群体几乎在各处都被认为是越轨者，在社会系统中没有任何同盟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够取得什么进步。另外，很多同性恋者根本不想挑战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描述，反而接受和内化了这种描述。322就像20世纪60年代一个同性恋者权利活动家所写的：

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精神病学的观点仍然流行），社会条件使得同性恋者把自己想成……受鄙视的人。当他发现自己“不同”的时候，他热心地阅读所有他可以阅读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东西。他发现了什么呢？更多自我轻视的依据。精神病“权威”告诉他他“有病”。所以它开始告诉自己的是“我有病”而不是“精神病学家说‘我有病’”。他就有了一个持久的“无价值”的感受。Leo他Martello，转引自Marotta，1981：p103。（强调为原文所有）

但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些专业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用了新的视角看待同性恋。当然之前也有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和理论，但是，新研究比以前的更严密，虽然程度很小但是很重要：新研究考察了日常生活中的同性恋者，而不是那些多数因性犯罪而入狱的同性恋者，或者那些寻求精神治疗的同性恋者（Bayer，1981）。研究结果几乎令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在对男性的性特征的访谈研究中，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Kinsey）找到证据表明，在生命的某个时段，很大一部分男性都有同性恋经历。他进一步论述说：

这些的数据挑战了同性恋行为是精神错乱人格的表现的观点。在曾经有过同性恋经历的40%到50%的男性中，大部分人都不能基于他们的经历被认为拥有精神错乱的人格。（1948：p659）

20世界50年代早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伊芙琳·胡克（Evelyn Hooker）对同性恋男性和非同性恋男性的配对样本的人格进行了评估，也没有发现个人适应水平上有什么不同。很多研究随之进行；很快，很多精神病学的证据提出了同性恋是不是精神疾病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胡克在其最有影响的研究中使用了标准的社会科学研究技术。也就是说，她对个人适应进行了标准化测验，而且用传统确立的方法对结果进行了解释。在不知道哪些是同性恋者提供的字迹的情况下进行的罗夏克墨迹测验对于非精神病学家来说可能是不可靠的，但是对于同性恋议题，这些测验应用了中立的科学知识。

毫无疑问，正因如此，很多精神病学家最初的反应是很好的。她的文章很快被重要杂志所接受，胡克本人也进入了杰出的职业生涯。尼克松政府甚至邀请她领导一个关于同性恋的1969年联邦专责小组，并且《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323（International利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也邀请她写作关于同性恋的部分。所以，精神病学家和政治家不但没有因她的思想惩罚胡克，相反他们奖励了她。

也许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胡克和后续的研究为主流机构对同性恋的同情观点提供了一个坚实基础。这种新观点绝没有为精神病学普遍接受：传统的精神病学家继续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而且应该当做疾病来治疗。对于同性恋，精神病学的观点不再是完全统一的铁板一块了。如果我的新闻媒体力图报道“所有合法性观点”的说法是正确的，这也足以带来对这个议题的公共讨论的很大变化。

对这个新研究最早和最关心的人是同性恋者。他们的反应不仅是有趣的——说明专家权威首先被新闻媒体之外的群体所接受，而且也是精神病学家群体进一步发生分歧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拜尔（Bayer,1981）的说法，这种最初的回应很重要，但是也要谨慎处理。同性恋者对这个新研究想知道得更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形成任何结论。他们的集会和出版物赋予新研究和传统观点几乎同样的重要性。同性恋出版物的一位作者写道：“在医生、精神病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一致的地方，普通人只能畏缩在沉默里。”转引自Bayer，1981：p74。

但是，同性恋者可以在自己是精神病人还是正常健康人之间做出选择的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最终会趋向后者。这一旦发生了，对同性恋的新精神病学观点会对推动同性恋者组织起来并发动社会变革的努力具有很大作用。

作为华盛顿特区的同性恋领导者，弗兰克·卡曼尼（Frank

Kameny）在两个方面都是一个关键人物。“整个同性恋者权利支持运动，”他说，“会出现起伏，这依赖于同性恋是不是一种疾病这一问题。”转引自Bayer,1981:p82。卡曼尼个人拒绝精神病学有关同性恋的权威观点，但是他引用科学价值观和新精神病学证据来说服他的组织成员，以让他们公开宣称他们的性取向是正常的和健康的。但是，直到1965年卡曼尼的观点才赢得了支持；甚至即使这个时候，他的观点仍然小心地设了限制：“要在没有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理解华盛顿特区的马特蕊协会（Mattachine。

Society）决定——“同性恋不是疾病……而仅仅是一种偏好”转引自DEmillio，1983：p164。。

在回应精神病学新证据的后来阶段，同性恋者开始公开拒绝精神病学的权威观点。但是，即使这发生的时候，友好的精神病学家仍然是受欢迎的同盟者。拜尔（Bayer,1981）评论说：

（这些专家）为同性恋者提供了证据和批判语言。324在打破那些认为科学本身发现了同性恋内在的精神病理的人的权威中，这些证据与语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专家在同性恋者权利集会中的作用也从为同性恋者提供关于性取向的病因学的思想，变为提供关于精神病学的非合法性权威的思想。（p86）

有趣的是，这个时期的同性恋者的行为符合主流和两极化的模型的基本观点。当所有的专家和新闻媒体都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的时候，通过坚持“保密”（in the

closet）（像这个短语所说的），同性恋者也大体上接受了这种主流规范。很明显，这部分是因为对被发现后的后果的恐惧维持了这种取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反对同性恋的主流规范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内化了。但是，后来一些精神病学权威为他们提供了认为自己有疾病或者仅仅有不同的性取向的选择，同性恋者很自然地接受了那种友好的观点。

克服对同性恋者的社会歧视的一部分努力是好斗的同性恋者和APA之间长达一年的对峙，因为APA在官方出版物中继续把同性恋看做一种疾病。1970年APA在华盛顿开会的时候，弗兰克·卡曼尼帮助领导了这次抗议：

5月3日，当同性恋者和反战激进分子怒骂同行评议会时，计划好的骚乱开始了。在骚乱中卡曼尼抓住麦克风并抨击精神病学家讨论同性恋议题的权利。借用反战运动的术语，他宣称：“精神病学是敌人的化身。精神病学已经发起了反对我们的无情的灭绝战争。你可以把这个作为对你的战争宣言。”因被激怒的而挥舞着拳头的精神病学家将这些人的行为同纳粹军队做比较。（Bayer，1981：p105）

毫无疑问，这些骚动迫使APA领导者更仔细地思考同性恋议题，否则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当APA的理事和后来大部分成员就从精神病的列表中删除同性恋进行投票的时候，无论是获胜者还是失败者都感觉这个行为包含了大量的政治因素；事实也显然如此。

同样明显的是，与20世纪60年代的压力策略相比，这个专家群体有更多的政治因素。像拜尔（Bayer,1981:p136）所观察到的，那些投赞成票的理事确实认为同性恋不一定是一种疾病，但是其他人“虽然私底下感觉同性恋确实是一种精神失调……不过他们承认缺少证明他们的立场的必要证据”。简言之，无论有什么内在优点，标准的精神病学证据是管用的。

如果这种观点显得幼稚，那就纯粹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一下精神病学证据的重要性。胡克和其他人的发现一旦积累起来，精神病学职业就会面临着一个基本困难，无论同性恋活动者是否提出这个困难。精神病学家要么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列表中删除，因为标准评估技术没有提供关于同性恋者心理问题的证据；325要么他们就会贬低精神病学权威所依赖的标准评估技术，因为他们没能够提供同性恋内在的病理机制。到最后，这一定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读者应该注意，我并没有评价精神病学家对同性恋的观点的正确性。这是因为，从我提出的视角来看，精英观点的正确性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重要的是程序的正确性：相关的专家群体的意识形态是不是多样化的，以及他们是否有制度化的激励结构迫使他们尽最大努力解决棘手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精神治疗职业应得到积极评价。一个在该领域没有地位的研究者，或者一个在当时还很小的州立大学里没有终身职位的研究助手，能够在先前无懈可击的权力结构中打开缺口，而且是在还不利于这样做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使之成为可能的制度安排，都是一个重大的成就。我认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拥有标准人格评估技术的精神治疗专家群体的存在，这个标准的人格评估技术就是我说的传统的科学知识。

在刚才几页里，我使用了一个个案来考察专家群体的政治。但是，我不认为对专家群体动力机制的理解应该很依赖个案研究。相反，应该建立一个关于专家群体产生和传播思想观点的一般性解释。我认为，这个一般性解释的关键问题包括专家群体招聘时可能存在的偏见、群体内的职业激励结构和能使不同倾向的使用者达成一致的传统知识。

对于第一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有力的文献。文献表明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被吸纳到不同的学术领域（Lipsetand Ladd，1970）和人们假定的不同的职业群体。这是否会导致群体内的意识形态同质性或者压力，从而使少数人难以做他们自己要做的工作，是一个重要但还未解决的问题。无论是通过自愿的自我选择还是通过意识形态标准的强制，在一定程度上专家群体招聘限制了人们成为专家的类型，精英话语的范围会受限制，以及精英主导的幽灵会出现。

对于第二个问题，现有的文献如果有涉及的话，其数量也相对比较少。但是，根据我前面的讨论，至少有些专家、职业人士和其他的主题事务专家确实常常有着强调解决社会棘手问题的知识水平的激励结构，326而这似乎是合理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医学研究群体。在这个群体里，地位、研究支持和工资都依赖于一个人所做的研究的实践或者理论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由业内同行评定的。类似的激励结构也存在于大多数学术领域——至少大学里负责招聘和晋升委员会的人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来确定他们是这样的。因此，为了证明很多专家真的对发现好的公共政策感兴趣，我们没有必要假设专家和职业人是利他的。我们只需要假设激励结构使他们有了这种兴趣。这些激励结构显然不能消除偏见，也不能保证正确的结果。但是这些激励结构却是力图达到这些目的的有效刺激。

这些普遍存在于专家群体中的激励结构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尤其是这些激励结构被内化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个社会学家聊天，他正在和一些医学科学家合作，这些医学科学家正力图在艾滋病早期分离艾滋病毒并发现它们的传播模式。这个社会学家告诉我，很多研究者是同性恋者，或者是同性恋者的同情者，所以他们都很想发现艾滋病毒不像其他许多病毒那样传播。他说，在最初的一小段时间里，他们的预设之见似乎影响了研究计划。但是很快，无论是不是同性恋者，所有的研究者都开始集中在赢得“大奖”上——也就是说，不管他们的个人兴趣和期望如何，他们都想首先发现艾滋病的真正本质。

我再次强调，这种激励会何等强烈地为不同职业和专家群体——会影响哪些记者和政治家寻求信息的专家和职业群体——所感受，还是未解决的开放的实证问题。但是，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实证问题。

我提出的“职业和专家群体”的概念很明显借用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参见Merton，1982；Hagstrom，1965）。但是，这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因为很多主题事务都和政治相关，所以专家和职业人士的个人倾向和政治倾向能够影响也确实影响了他们的结论（或者至少他们试图得出他们的结论）。我还没有发现关于这一点的研究，但是我怀疑很多人会为此争论。当然，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里，我们都知道一些关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倾向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者被认为是或多或少的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主义者。其他的职业和专家群体好像也是如此。所以，回到艾滋病的例子，似乎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有些医学研究者由于个人既有倾向和感知到的利益可能想得出艾滋病毒不是随机传播的结论，那么另外一些研究者的个人倾向和利益则可能促使他们得出相反的结论。

我没有发现“职业和专家群体”327和“科学共同体”有什么冲突，而且也更加强调意识形态产生的偏见的作用。像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理查德·斯克拉（Richard内

Sklar）所观察到的，社会科学理论经常被当做意识形态罪恶而不是科学美德。虽然人们是被各种偏见所驱使的，但是为了维持他们在专家群体中的地位，他们一定要证明任何人都可以接受自己的结论，包括那些有不同既有倾向或偏见的人也可以接受他们的结论。

而且，我们可以说，只要还是在多元化的职业和专家群体中运行，意识形态偏见就会发挥有益的作用。也就是说，所有可能有争议的话题要为有不同偏见的人所探查。在不同动机的专家在多大程度上能达成一致上，其他不是专家的人也会相信专家提出的答案是合理的，或者如果不是合理的，也是当前可以提出的最好的答案。在不同动机的专家在多大程度上不能达成一致上，作为报道者和政治家的顾问的信息源，它们也会在民众当中传递不一致的信息，从而使得普通人也知道不确定的存在。

这让我们回到了我们主要关心的精英主导的话题。虽然存在不同的既有倾向，但当所有相关的专家都同意一项政策的时候，记者们请教的所有信息来源都会提供大致相同的说法，因而社会上就会有大部分关心政治的人都强烈支持的“精英共识”和“主流规范”。但是，当不同的既有倾向导致相关专家没有形成一致观点的时候，记者们也会向公众报道不一致的观点，而且会用意识形态上的善恶观念来报道。与具有相同观点的专家保持一致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也就没有一致的观点了。由于国会委员会和工作人员、政策机构和智囊团，以及联邦政府重叠部门经常有不同的政治色彩，因此能将政治家和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专家群体成员联系起来。结果会出现反映精英意识形态冲突的普通大众之间的两极分化，而且关注度最高的民众在意识形态上最为两极分化。

从这种角度看，意识形态是普通公民和对争议话题有见识并且与公民有相同既有倾向的专家相联结的机制。这样，在人们不仅都想对困难议题持有观点，而且以此为基础选择领导人和让他们负责任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对民主政治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意，这里用的“意识形态”不是舆论研究者通常所说的个别天才所创造的概念，比如卡尔·马克思、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或者约翰·洛克所说的意识形态。328相反，它是具有共同既有倾向的不同专家的不同观点的集合。这个共同的偏好大概包括与具体议题无关的对秩序、稳定、社会控制，以及其他事物的既有倾向（关于一些实证基础上的推测，参见McClosky自and Zaller，1985：ch7；Costantini and Craik，1980）。因此，比如，被看作保守主义经济学或者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是大部分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和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专家都一致认为需要做的事情。当专家改变观点的时候，比如自由主义专家改变他们对越战的观点的时候，大众信念系统倾向于跟从精英观点，虽然会有我前面所说过的时间滞后。为了和具有相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专家采取同样的立场，普通大众并不需要了解专家讨论的技术细节，也不需要了解为什么一组政策是保守主义的或自由主义的；他们只需要识别哪些精英和他们有相同的既有倾向，并从他们那里获得线索。

现在我已经总结了一个关于公共信息的理想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各种类型的政策专家提出政治观点和视角，这些观点和视角又通过政治家和大众媒体传播给大众。这个理想体系显然并不完美，因为它忽视了政治制度、党派竞争和政治审查在控制社会中的信息流中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我的这个体系的解释理论在两个方面仍然有用。首先，这个解释设定了一组理想条件，如果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就可以用来缓解对公共舆论非常依赖精英话语的反驳。另外，从实证方面说，当前美国的信息体系至少部分地满足了这些条件——至少有些时候是在有益的激励结构中运作的专家群体和关注这些群体的新闻媒体。

现在我来简单评论一下政治因素对我的理想信息体系的运作的影响。





政治和信息

到目前为止，关于“政治”对信息流的影响的讨论意味着：信息的产生是第一位的；而包括政府官员、其他政治家、利益群体和其他人的活动在内的，调节信息传播的政治因素是第二位的。

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很简单，即政治信息产生于政治行动之前。在采取诸如审查和操纵信息流的行动之前，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政治行动者必须形成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总是由各种政策和信息专家提出的。另外，329由于大多信息体系存在于政府之外，政治家压制和控制信息的能力虽然很重要，但也是有限的。对于任何议题，每个专家群体至少潜在地都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化，也都有与政府决策者、政治反对派和民众沟通的渠道。

这个关于美国信息流的观点是非正统的。基于对为新闻媒体提供信息的来源的研究，大部分解释都强调政府在信息产生中的作用，以及它在信息操纵或者审查中的作用（Cohen，1963；Sigal，1973；Hallin，1986；Bennett，1990）。

这些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想回答关于公共接触的信息的来源的一般问题，因此它们只关注那些易于观察和研究的现象。政府官员可能是影响大众所接触的信息的直接来源，但是他们不一定是信息的制造者，他们不能总是控制媒体如何加工信息，或者媒体对哪些信息感兴趣，而且他们也不是对所有的议题都看得同等重要。

非政府信息体系可以独立于政府发挥影响，这可以用《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大卫·布劳德（David Broder）描述的20年前发生的事情的案例来说明。越战早期，当几乎所有主流政治家都支持美国介入和政府没有提供反战信息的时候，对外交政策很感兴趣的来自艾奥瓦州的年轻参议员弗兰克·邱奇（Frank治Church）组织了一个关于越战的“晚餐研讨会”。布劳德（Broder，1984）叙述说：

邱奇的客人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外交政策权威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这两个人尽力使一群有怀疑的记者重新思考有关越战议题的假设。他们确信，越南所发生的战争只由胡志明领导的当地革命。胡志明是唯一出现的越南领导人……

邱奇和摩根索说，如果美国……沿着法国的老路走下去，我们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天晚上，我完全不信服地回家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我经常想起这个警告。

虽然这预测了反战自由主义者将会采取的立场，但是这个讨论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让记者接触学术观点，邱奇——或许还有摩根索——可以有意识地对记者的报道产生影响。

这样的非正式讨论在新闻工作中绝不少见，它是政策专家影响记者工作的常见方式。书籍也许至少同样重要。对某个新议题知之甚少的年轻聪明的记者会经常寻找关于这个新议题的主要书籍，并使用它们形成观点取向。330在越战议题上，这些书籍是历史学家伯纳德·法尔（Bernard政

Fall）的书籍；而且很明显，大部分在越南的记者都阅读过这些书（Halberstam，1979）。这些书的主题是，越南战争应该理解为从反帝国主义运动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是像多数美国政府决策者那样理解为民主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当接触一个新议题的时候，政治家从专家意见那里寻找方向不是不常见的。所以，法尔的书籍因威廉·富布赖特的重大影响而出名，后者是一个较早的越战批评家。接受了这些观点之后，如果记者们发现很难像其他官方来源那样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如果他们积极地搜索政府内的不同声音，如果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问并一再不厌其烦地要求政府高官提供“结果”的证据，如果他们经常不失时机地让政府政策窘迫（比如，南越政府内的腐败和军队对越南农民的虐待），那么至少这些问题的部分解释应该是政府之外的专家的影响，因为他们提出的知识框架刺激了这些行为的发生。

当我强调很多官方信息的非政府来源的时候，我绝没有否认政府经常拼凑、粉饰或审查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在短期内，“政治”——无论专家怎么说党派精英相互不赞同的倾向、政治家们迎合能使他们把持职位的利益的倾向，以及政府官员压制和操纵信息流的倾向——确实会不受政策和学术专家的影响；而这里的“短期”也可能足够长到让整过国家投入到有欠思考的（illadviced）行动中。

但是不应该扩大党派政治的不良影响。比如，对艾滋病毒、同性恋者和吸毒者(他们是初期的病毒主要携带者)的恐惧一定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潜在的爆炸性的激烈反应议题，但是事实上这一政治议题却从未出现。两个党派和整个政治精英群体都认为公共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国家战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分歧几乎完全围绕研究反应的速度和公共资金的水平进行，而不是战略本身。虽然很有可能成为党派政治争议，艾滋病仍然被看做医学和公共卫生议题，即专家主导的议题（Colby来and Cook，1991）。然而，任何人都会怀疑，如果医学专家对基础战略不同意，比如很多人都赞成检疫政策，就可以认为这个议题已经迅速地变成了激烈的党派和意识形态议题了吗？

对于种族议题，也可以做相似的分析。在美国，没有任何议题比种族议题更具有政治性了；但是，整个20世纪里，很多专家，尤其是关注人类智力和种族隔离消极影响的心理学家，331在这个议题上仍然很活跃并很有影响。像在第2章所讨论的，20世纪早期，专家意见主要是种族主义的。但是，在被认为在整个国家是文化保守主义的20世纪20年代，关于群体间智力不同的专家意见发生了实质性革命。到了1930年，形成了一致的新的学术观点，即将群体间智力的不同及其影响最小化的观点成了主流观点。很快，受过教育的白人的观点也反映了这个专家间一致的观点。至少可以说，在几个世纪里压制了黑人争取平等的努力的白人权力结构也开始因此被反思（Myrdal，1944）。

毫无疑问，政治权威和利益群体可以以多种方式打乱我概括的理想体系和扭曲对公众的信息流。功能失调引起的内在的各种寻求也会影响专家群体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关于新闻媒体和大众传播的现有文献也集中关注了这种紊乱状况。这种强调的一个预料之外的结果是，我们有时可以更好地理解了这个体系是怎么失败的，而不是这个体系是如何成功运作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本章的目的是直接关注那些更宽广范围的因素，而不是通常所检验的因素，尤其是那些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威和其他利益群体的政策专家的存在，他们在提出议题和架构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也通过大众传媒和具有相同意识形态既有倾向的政治家影响公共舆论。





总论性评论

像在紫土地一样，在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在政治争论中一定存在劳动分工。这种必然性是对我的一般观点的反驳。正如我所指出的，如果只有专家能够进行政治辩论，为什么还要把公众搅进来呢？为什么不让政府政策只反映专家意见呢？

答案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很简单，人们有权利解决他们感觉应该解决的争论。另一个是，像JS米尔（JSMill）和其他人所说的，政治参与有它本身的价值，它使得参与者变得高贵并实现自我。但是，如果我相信，在行使他们毫无争议的权利和寻求自我实现的时候，公众经常做出我认为道德上出格或者技术上愚蠢的决定，那么我就不会认为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很有吸引力。因此，我提出在政治争论中涉及公众的第三个理由：在没有制衡的时候，政府会偏离正道，会变得专横跋扈或者更加邪恶。

少数几个专家并不是对政治权威的有效的制衡。忽视他们、把他们投入监狱、杀害他们或者让他们保持沉默，太容易了。他们发生效力的唯一希望是公布争论和将争论政治化，从而使普通公民可以作为力量参与争论。332只要专家的聘用和赋予的自由还在良好的激励系统之中，我就没有理由相信，一般而言，整体普通民众会比专家更聪慧。对我来说，在民主社会中，民众迫使领导者沿着有益的方向行动以及在必要的时候让领导下台的集体能力——而不是集体智慧——似乎更为关键。

当然，所有这些都假设独立的公共舆论能够制衡政治权威。考虑到当前的美国政治体系中党派精英对大众支持的竞争的继续存在，我并不认为这个假设有什么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保证对立的观点可以平等地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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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精英主导


	
紫土地的寓言


	
美国的政治传播体系[1]


	
新闻媒体


	
专家


	
政治和信息


	
总论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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